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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警察「承攬」行政協助之現象在當今公共治理複雜化之下日益顯著，同時

行政協助作為不同於警政本業的外來業務，「口罩、路燈巡佐」之現象亦在實

務發生，顯然成為基層官僚之績效管理議題，恐怕陷入 Lipsky 對於基層官僚目

標錯置現象之預言。然而公共行政學界對此關注付之闕如，引起本文對於基層

官僚以及非例行性績效業務視角之研究興趣。本研究採用基層官僚作為理論視

角，並結合績效管理研究之成果，將警察人員之行政協助業務對應至基層官僚

之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的學理概念，進行系統性的文獻回顧，並展開實證訪談結

果與理論之對話。	

	 	 理論上，本文藉由邏輯模型（Logic	Model）之「投入」、「過程」、「產

出」、「結果」作為文獻分析架構，系統性地以投入面的目標模糊、資源不

足；過程面的政策異化、應付行為；結果面的例行與非例行性績效資訊、績效

業務；結果面的績效悖理，結合基層官僚與績效管理研究，解釋理論上非例行

性績效業務如何助長基層官僚之負面績效行為。	

	 	 實證上，本研究與來自派出所、分局、刑事局之行政、交通、刑事警察人

員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行政協助作為非本業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對於警察

本業的干擾跨越組織階層和職務類科。行政協助主要出現在派出所層級之行政

警察身上，但分局刑事警察亦需投入牽涉蒐證之行政協助業務，對本業造成排

擠，甚至使人員被迫犧牲辦案品質。	

	 	 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具有臨時性、內容與時間的不可預期

性，並且因跨機關而具有「非本業」特質，加深了政策異化以及角色衝突。警

察人員在績效壓力以及資源不足之困境下，限額提供服務以及例行化的負面應

付行為加深，對警察工作品質產生間接影響，例如案件品質和辦案時程延宕，

負面影響民眾權益。	

	 	 總結而言，本研究揭示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加深了績效資訊

落差，在警察績效制度下助長了警察人員偏離本業之結果。行政協助確為當代

治理的工具之一，甚至使警察成為了第一線的防疫功臣，然而本文提供不同的

視角，以基層人員的觀點出發，當「偏離本業」成為日常，警察人員之工作動

機恐怕在績效壓力及長官期待、民眾權益以及專業認知，三者構築的張力之中

日益削弱。期待來者對於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內生的非本業特質及

其影響更加關注。	

	

關鍵字：基層官僚、非例行性績效業務、警政績效、行政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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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olice conducting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public governance in Taiwan. Th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s a type of exogenous task , is distinctive from police core functions and highly 
rewarde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tasks crowd out frontline workers efforts from their 
core tasks, bringing to a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sue for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may potentially fall into Lipsky's prophesied phenomenon of goal displacement among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s 
paid to this issue, leading to the interest of this paper in studying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under the Logic 
Model is conducted, and empirical in-depth interview results are engaged in a dialogue 
with the theory. 

As 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exhibits temporality, 
unpredictability in content and tim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non-core" due 
to its cross-agency nature, which intensifies policy alienation and role conflicts. Police 
personnel, facing performance pressures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resort to rationing 
and routinizing coping behaviors, which impact the quality of core police work, such 
as case quality, ultimately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 rights of citizen-client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at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s a 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 
exacerbates the performance gap, and police deviating from their core duties under the 
police performance system. Whil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s indeed a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tool and even positions the police as front-line hero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When it becomes a daily occurrence that police deviates from 
core duties, the work motivation of police may be weakened amid the tensions among 
performance pressure and superiors' expectations, public rights, and professional 
cognition. It is hoped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will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non-core 
nature of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s a 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 and its impact. 

 

 

Keyword ：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 nonroutin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pol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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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本章節目的在於提供本研究之圖像，供讀者了解本文之關懷核心為何，凸

顯討論此議題之重要性以及研究旨趣。以下將依序論述本研究之背景、動機、

目的以及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治理環境複雜化，人民褓母來解圍？ 

  近年來為數不少的社會重大變遷，如疫情、重大刑案、非洲豬瘟等等對我

國治安、人民健康福祉造成衝擊。不僅是我國，重大變遷的衝擊席捲全球，各

國政府面臨棘手的治理問題（wicked problem），如新冠肺炎的衝擊更儼然成為

了政府治理是否穩健（robust）的「照妖鏡」（Ansell et al., 2021）。政府別無

選擇的，必須發展出應付治理問題需求的方式，而在政府與民眾互動上，首當

其衝代表政府政策執行的角色即為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公共政

策第二代政策形成理論主要論述則點出基層官僚的重要性，因「執行為政策的

開始」，由下而上的政策執行觀點凸顯基層官僚在現場與民眾之互動形塑了高

層決策落地的樣貌，基層官僚執行的角色由中之重（Lipsky, 1980, 2010）。在

劇烈變遷的治理環境中，基層官僚研究逐年水漲船高，蓬勃成為一個熱門的研

究主題（Chang & Brewer, 2022）。而在我國的場景，作為基層官僚，警察是個

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警察大人」的形象遠自日治時代深植民心，即便現代

「大人」的威嚴形象轉為「人民褓母」，我國官民互動緊密為特殊的文化脈絡

衍生而來。 

  而在諸多社會變遷以及我國特有的警政一條鞭的制度設計下，警察人員成

為政府主要的執行人力（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5），由於當代治理問題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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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跨界的特性，行政機關的管轄權重疊，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應付發揮

行政一體之功能，機關之間有「行政協助」1  之機制。行政協助儼然成為了政

府面臨跨域治理危機中的打火英雄，當行政機關苦於資源、技術、制度不足等

問題時，可透過行政協助函請警察機關協助。按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行政

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行政機關執行

職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一、因法

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二、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

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

四、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五、由被請

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

前述法條中的「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事實上為警察機關的代名詞（中華

警政研究學會，2015）。 

貳、行政協助的代價 

  警察機關頻繁的「承攬」其他行政機關之行政協助事項不僅是鐵錚錚的事

實，這對警察維護治安之本業產生排擠。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團體於 2021 年

10月 13 日在立法院舉辦「基層警察拒當『工具人』！警政業務回歸專業」記者

會，此議題浮上檯面，成為一個被納入政府議程的政策議題。2  警察工作權益

推動協會理事蕭仁豪曾言：「只要涉及民眾需求，警察就需協助，但很多事其

實不屬於警察核心工作，經年累月，警察的業務越來越多」。協會立場並非認

為警察該拒絕任何行政協助，惟需審慎考量，以促進治安工作之警察業務核心

 

1   又稱職務協助，下稱行政協助。 
2  “Public problems arise from the longlist of undesirable conditions that continuously impingeon the 

system, but few undesirable conditions become defined as public problems for potential 
considerationon the public’s agenda. ”(Wood & Doan, 2003: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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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而非事事包辦，使警察工作永遠無法觸及治安核心（林育瑄，

2021）。 

  實務界對於警察績效制度長期存在改革的聲浪。資深刑警楊岳樓即對基層

員警業務包山包海之處境提出深沉的控訴：「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

警察應建立各項專案與計畫之公平、合理、參與及透明機制，減少各項不合理

之績效制度，將有限人力投入重點工作，減輕基層執行單位負擔。然而，距今

四年過去了，警察主辦及協辦的業務卻僅僅只是看見表面上的數字調降，實務

執行面簡直可說是換湯不換藥」。臺北市長柯文哲競選政見中的警政治安策略

曾提到要「減少雜務，回歸本業」，亦實現承諾刪除 27項警察冗務並呼籲明確

分工、回歸警政專業，當時警政學者亦樂見其成（游毓蘭，2015），然而回首

近幾年，警察應付各大社會矚目事件時，經常充當政府處理問題的第一線；成

為大馬女學生遇害事件後，點亮偏鄉計畫的「路燈警察」；防範非洲豬瘟查緝

廚餘的「餿水警察」；以及防疫時期的「口罩警察」，在疫情的衝擊之下，警

察扮演的防疫政策執行的第一道防線，同時受到政治與職業文化、物質資源的

衝突下，制度與財務的層層限制與挑戰（Alcadipani et al., 2020）。更甚者，以

上公共問題浮現時，有時反而不見主管機關身影，取而代之的卻是警察職務範

圍日益擴增，公親變事主。而上述僅僅為檯面上以行政協助之形式「承攬」之

勤務。在承平時期，基層員警居於第一線，直接面對社區、民眾、其他行政機

關立即的服務輸送需求，隱藏在績效資訊背後未被呈現甚至測量的或許遠遠不

僅於此。 

參、行政協助的本質：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的觀點 

  有績效即有衡量（Behn, 2003）。行政協助制度使警察行使的業務帶有跨機

關的性質，而公共危機、事故往往不可預測，尤其是警察任務本身就帶有緊急

性質（梁添盛，2021）。然而，面臨來自其他機關管轄權的業務，這些行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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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在績效上如何被衡量？警察機關本身的業務績效又招致何種影響？出於以上

承接張佳璇、胡龍騰（2018）之實證基礎，本文將「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視

角用以詮釋我國警察人員之行政協助業務。 

  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以及績效資訊在概念上層次有別。以較上位的績效資訊

出發，除了正式考評之外，非例行性的績效資訊是主管重要的資訊來源，重要

性不亞於正式制度管道之績效資訊（Kroll, 2013）。而非例行性的績效資訊所為

何來？其出自人員日常推動的業務中，如同「主管臨時交辦事項」囊括了許多

人員執行的業務，非在組織計劃中的，時間、內容不可預期、非週期性，而非

例行性績效業務（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則是其中主管重視並且據以考評

的業務（張佳璇、胡龍騰，2018）。該文以 Kroll（2013）為基礎，將非例行性

績效業務（nonroutine task）之定義概念化為「機關組織中，無明確列於年度初

始 所訂定之計畫內，業務內容具不可預測性，且發生時間乃非週期性無法掌

握，但卻仍有固定或非例行性績效資訊蒐集或管考方式，據以評價執行及辦理

成效之業務」（張佳璇、胡龍騰，2018：12）。其次，不同業務屬性，如機關

屬性、人員職務層級等差異，對各項業務重視程度、回應方式亦有所不同，非

例行性績效業務在組織、人員間具異質性。該文為將非例行性績效概念應用至

我國公部門脈絡之初探性實證研究，論證了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存在於我國公務

情境。然而，基層官僚有別於一般常任文官，如我國警察人員之任務、目標廣

泛、直接接觸民眾，又普遍面臨資源不足、角色衝突的困境（Lipsky, 1980; 

2010），非例行性績效業務面對基層官僚的特質存在理論與實證上的對話空

間，得以詮釋我國警察人員承擔行政協助業務在績效管理上之意涵。 

肆、行政協助致使警察人員偏離本業 

  回應前揭警察機關執行來自其他行政機關之行政協助業務，在發揮跨域治

理、行政一體功能之外，本文以績效管理的視角觀之，則好奇警察人員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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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以及績效課責的績效壓力之下，行政協助業務作為來自其他行政機關領域

之業務，對警察人員本身業務之執行產生何種影響？ 

  以學理論，績效制度作為管理工具，功能在於將人員績效真實衡量與評

估，最終目的為透過績效學習的方式使績效結果最大化（Behn, 2003），進而將

組織目標轉化爲具體行動（Hatry, 2002; Behn, 2003）。績效制度當中「學習型

組織」以及「組織目標校準」兩個重要概念緊密扣合（Behn, 2003; 胡龍騰、徐

瑋鴻，2017），個人績效以及組織策略的達成環環相扣。然而，當績效流於形

式 、 不足以呈現 人員繁忙的工作 日常時 ， 則可能產生 「績效悖理 」

（performance paradox）（van Thiel and Leeuw, 2002; Kelman and Friedman, 2009; 

Lowe, 2013；蘇偉業，2009；胡龍騰，2016）。導致組織成員依循績效制度之

邏輯做出 策略性 的 非預期結果（ 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Frost & Brockmann, 2014 ; Dahler-Larsen, 2014; Siverbo et al. , 

2019），例如誇大自身績效、呈現「帳面績效」（production-on-paper），而非

呈現真實績效成果（de Bruijn & van Helden, 2006; Kerpershoek et al., 2016）。針

對績效悖理下的非預期效果類型，我國學者蘇偉業（2009：116-119）即融合 

van Thiel 和 Leeuw（2002）的觀點，提出五類績效悖理類型：（1）誤導視聽、

（2）隱惡揚善、（3）捨難取易、（4）弄虛作假、（5）唯利是圖。績效無法

產生預期效果、甚至引發負向結果之情形常見。如 Grizzle（2002: 363）所言：

「我們常希望針對效率評量，則組織的效率便可提升；針對成果評量，亦可帶

來更好的成果。但這樣的期待，經常總是事與願違」。3 

  連結到我國實務，警察除了前揭行政協助業務，當然還得兼顧本業。警政

署所規劃各類短期專案績效對員警構成龐大壓力。例如，預防季節性犯罪的春

安專案、應付暑期青少年犯罪風險提升的青春專案，以及槍枝、緝毒專案等長

 

3  “We expect that measuring efficiency leads to better outcomes, but we don’t always get the result we 
want.”(Grizzle, 2002: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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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短期或不定期的專案績效要求。不合理的時程安排、績效要求追逐著基層

員警。甚至，龐大的績效壓力所引發的負面行為也已成為普遍現象（監察院，

2017）。例如，刑事警察因績效指標達成率、期程要求，將上半年的案件應付

時程要求「養案」至下半年再辦理，證明前述績效制度負面驅使的非預期效果

並非子虛烏有，儼然形成病態制度下導致的必然病徵。 

  事實上，Lipsky（1980, 2010）在談論目標模糊與績效衡量的章節即直言，

基層官僚的研究可等同為目標錯置（goal displacement）的研究 （Lipsky, 1980, 

2010: 44），4  由於公共組織的績效目標本身及廣泛而難以界定，在直接與人群

接觸提供服務、執行政策的基層官僚身上更是如此。基層官僚更面臨角色衝突

以及資源不足的困境，績效制度本身成為了誘導目標錯置的機制，喪失其任務

本身乘載的功能。爰此，本文以警察人員之行政協助業務作為基層官僚任務特

質以及非例行性績效連結之縮影，連結並且詮釋績效模糊以及資源排擠下的制

度病象。基層人員之行為並非出自道德風險，而是制度與環境之交之互動使

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現象，行政協助以「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的型態存在於警察人員

的日常工作場景中。而又特別基於警察任務多元、廣泛而模糊的特性，行政協

助對其本業產生資源上的排擠，影響維護本業的推動。然而，行政協助在績效

制度的呈現上影響不一，「口罩巡佐」現象發生在基層行政警察，至於其他類

科、層級的警察人員受到何種態樣的影響卻乏人問津。績效落差（performance 

gap）可能導致績效測量的效度失靈，指標與真實績效形成弱相關（weak 

 

4  “The study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may be seen as a study in goal displacement when the norm of 
individual client orientation becomes subordinate to the needs for mass processing.” (Lipsky, 1980; 
201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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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引發績效悖理（performance paradox），即組織成員與績效脫鉤、

減少努力等策略性回應行為（van Thiel & Leeuw, 2002），使得績效管理制度之

功能難以被有效發揮，甚至產生反效果，喪失績效制度本身的意義，故值得吾

人深入關注。 

  由於國內相關研究相較稀少，本研究作為一初探性研究，希望能透過警察

人員之績效制度與行政協助現象之梳理，作為基層官僚非例行性績效研究之敲

門磚，對其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的樣態有更完整的理解，盤點現行制度下衍生之

問題，作為後續實證研究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問題意識，本文主要有兩個核心問題。首先，因我國警察為一條

鞭體系（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5），自有一套績效考核與升遷制度，難以和

我國常任文官以及國外警政制度脈絡完全類比，故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從警

察人員作為我國一條鞭體制下，人數最為龐大的基層官僚出發，透過文獻的綜

整，解答前述觀察到的實務現象之前因，發展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學理面問題：哪些影響因子引導著基層官僚之負面績效行為？ 

再者，行政協助業務因與基層員警之績效制度掛鉤，產生「口罩巡佐」之

稱，然而行政協助之本質非警政之專業，其作為一類跨機關、外來的業務，對

警察人員之本業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誠如政策倡導團體所言，要讓警察「回

歸本業」。因此，本文第二個研究問題即延伸學理上基層官僚與非例行性績效

業務之理論與實證結果，從我國之警察人員執行行政協助實務而來。 

實務面問題：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可能引導基層官僚產生哪些負

面績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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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研究問題分別由理論以及實務出發，本研究將分別藉由過去文獻之

回顧以及深度訪談解答第一個研究問題。文章編排上，本文研究發現與分析章

節，將藉由以學理上的系統性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獲致我國之實務現象對話，

呈現我國特有的行政協助在學理上之特殊價值。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獻分析法以及深度訪談法構築，分別回應理論面

以及實務面的研究問題。以下依序介紹選擇研究方法之過程以及操作方式。 

本文之理論視角以基層官僚出發，然而在文獻爬梳過程當中觀察到基層官僚與

績效管理相關研究存在理論上的空缺。具體而言，「基層官僚研究即目標錯置

研究」作為學理推論以及實務觀察的論述，在 Lipsky（1980, 2010）點出後，即

便過往研究官僚績效行為之研究已有研究進展，基層官僚作為第一線人員，即

績效行為之特殊性在學術研究上付之闕如。具體而言，Bohte 與 Meier（2000）

為基層官僚研究中具有高度影響力的研究之一（Chang & Brewer, 2022:12），該

文嘗試以基層官僚目標錯置之動機以及制度誘導的扭曲行為因子，將公立學校

教師作為實證研究驗證，然其以量化分析統計結果卻不顯著。事實上，在我國

警察行政協助氾濫儼然成為事實，而在學理上對應到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特徵

以及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之特性，成為在基層官僚研究以及績效管理研究兩者之

間的研究缺口。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為了解議題之研究進展、研究趨勢，可作為一

種研究方法（袁方等，2001）。文獻分析對於質性研究而言相當重要，可以聚

焦並且綜整研究發現，並且凸顯研究問題的重要性（林淑馨，2010）。研究者

閱讀不同種類、來源的資料後，綜整現存研究進展、梳理研究脈絡，並秉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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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證的批判性與過去研究對話（林淑馨，2010）。文獻分析法為解答本研究

第一個研究問題之研究方法，即「哪些影響因子引導著基層官僚之負面績效行

為？」，本文參考最新一篇基層官僚回顧型文章（Chang & Brewer, 2022），

「street-level bureaucrats」、「Lipsky」為最能涵蓋相同基層官僚視角的關鍵字，

本文以此在學術資料庫Web of Science檢索 1980 年至 2023 年之國際相關英文文

獻，以公共行政領域的 SSCI期刊作為主要文獻來源。中文部分，本文則參考學

術資料庫華藝以及國家圖書館館藏，以「基層官僚」為關鍵字搜尋相關文獻。 

  而後，本文進行質性內容分析（Berg & Lune, 2017），建構本研究之概念

架構。雖晚近已經有些回顧型文章以量化的書目分析進行系統性的文獻分析，

然學界對於何謂系統性的分析尚未有定論，同時，也因基層官僚的研究目前仍

以質性的深度訪談、個案研究為主，強調脈絡的特殊性，而本文也未全然以回

顧型文章定位，僅是以第三章文獻之爬梳作為質性方法的詮釋成果，並且第四

章以訪談結果對話，呈現此議題在學理以及實務上之面貌，盼填補不同脈絡之

下基層官僚從事績效行為相關研究之研究空缺。 

貳、深度訪談法 

  借重訪談法具有適用範圍廣泛、較有機動性之利基（林淑馨，2010），本

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對於本研究而言，此方法有利於研

究者對於警政制度與環境獲取深度、真實且多元的資料，並據以和過去文獻之

發現核對脈絡的相異或者是合流之處。同時，訪談法強調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

的對話與互動，有別於量化問卷的蒐集事先對問題點有先驗假設，目的為預

測，訪談法為重視與研究對象互動並細緻描述、詮釋議題之研究方法（陳向

明，2002）。本文討論績效制度作為較敏感之議題，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能使研

究對象以較放鬆的方式表達其真實的觀點與經驗，獲取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並

且有助於研究問題之探索與發展（Berg & Lune, 2017）。其中，本研究以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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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ed interview）進行，提供受訪者本研究之問題意識以及

事先規劃之題綱，對訪談的控制程度能確保過程不至於偏離；同時本文借重半

結構式訪談保有開放與靈活性的性質，鼓勵受訪者表達出自實務工作者之觀點

（Berg & Lune, 2017；林淑馨，2010）。由於警察績效制度議題範圍廣大，筆

者作為體系外人員，前幾次訪談主要是對員警工作、整體績效制度之瞭解，後

續逐步聚焦本文之研究問題，故在訪談過程中對於受訪者回答之方向控制程度

較小，收穫多元的議題觀點，提供出自不同專業角色之不同視角，亦為借重半

結構式訪談之特性，能幫助研究者連結過去文獻脈絡以及出於研究對象所處環

境之語境（Berg & Lune, 2017: 69），協助本文連結過往文獻與實證資料。 

  本文之研究對象為警察人員，因警察之類科、轄區、所屬機關、負責業

務、具高度異質性，皆導致業務內容之不同，為回答研究問題，故本文於研究

對象選擇策略上採立意取樣，募集受訪者時特別徵求在類科、轄區、業務特性

上有所差異之人員，以釐清不同警察類科、工作型態、轄區、所屬組織層級之

業務與績效制度影響，對六名警察人員以及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進行共七次

深度訪談。受訪者所屬組織橫跨派出所、分局、刑事局之三大組織層級，並於

類科上涵蓋行政、交通、刑事，其中行政警察及刑事警察各有兩位受訪者，分

別於組織中主要負責業務及勤務。本文考量到不同轄區業務繁忙程度有別，可

能導致其日常接觸業務不同，兩名受訪的行政警察分別位於六都市中心與非六

都郊區。此取樣設計乃期望透過受訪者之異質性觀察不同組織、職務之間的個

別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呈現態樣、多寡之別，並進而盤點、歸納其背後可能原因

與影響。另外，本文亦邀請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之常務理事接受訪談，提供

長期關注警察績效制度議題的組織觀點。綜上，本文受訪者資訊請見下表一-1

所整理。 

  在研究執行上，由於績效議題較為敏感因此在邀訪過程中遭到若干拒訪。

秉持研究倫理，研究者皆事先提供題綱，並且積極說明來意，希望降低拒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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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針對個人與組織之訪綱請分別詳見附錄一與附錄二）。最後本文共進行

七次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二小時左右。研究者秉持研究倫理，在受訪者

之同意下於訪談進行時製作筆記、錄音，並事後整理訪談內容、轉錄逐字稿並

且對應理論架構的不同構面，以進行後續分析。惟本文研究設計之績效議題敏

感，若干受訪者在回答時透露疑慮，故為保護受訪者，本研究恕不公開訪談逐

字稿，所有引用受訪者原話之內容皆經過去識別化與潤飾。本文將以深度訪談

法之實證資料回答實務面的研究問題：「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可能

引導基層官僚產生哪些負面績效行為？」。 

表一- 1受訪者資訊 
代號 類科 轄區 所屬單位 年資 訪談日期 
受訪者 A 交通警察 六都市區 交通隊 7年 2021/11/28 
受訪者 B 行政警察 六都市區 派出所 3年 2021/12/12 

受訪者 C 行政警察 
非六都 
郊區 

保安 
警察總隊  

3年 2021/12/18 

受訪者 D 刑事警察 六都市區 分局 2年 2021/12/29 
受訪者 E 刑事警察 六都市區 分局 8年 2022/1/3 
受訪者 F 刑事警察 六都市區 刑事局 3年 2022/1/3 

受訪者 G 
警察工作權

益推動協會 
- - - 2022/09/1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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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 

  在進入系統性文獻分析前，本章將初步對於基層官僚研究議題梳理與檢閱，

首先將以第一節論述以基層官僚視角來檢視此議題之立論基礎、回顧我國基層

官僚相關研究，第二節回顧與本文關注議題相似的警政研究，第三節則為本章

小結，綜整本研究欲填補之缺口何在。 

第一節   基層官僚理論概念與文獻檢閱 

  基層官僚由 Lipsky 在 1970 年代末期提出，其觀察到第一線人員於執行的面

向上，對政策有決定性的影響，被稱為「第二代政策形成理論」（Sabatier, 

1986）。基層官僚理論首本專書“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

（中譯：基層官僚：公職人員的困境）由 1980 年推出，並於 2010 年發行第二

版。該書除了提出基層官僚在不同工作情境的處遇與衝突外，基層官僚作為政

策執行者，「由下而上」（bottom-up）的視角（Sabatier, 1986）可以更貼近現

場，理解政策執行以及理想之間的差距所為何來。換言之，其關注的不僅是政

策設計的規範面「該如何」產出政策結果，而是轉向政策的實然面，基層官僚

站在政府與民眾互動的介面上，「是如何」產生影響（Brodkin, 2012）。這樣

的視角相對於貶抑官僚之風，指出基層官僚面臨的困境，其日常工作中普遍面

臨資源不足、需直接與民眾接觸，享有裁量權，直接影響政策執行甚至是政策

的形成。然而，其背後隱含著制度、資源、情境不同層面的造成基層官僚執行

政策之影響因素（Bohte & Meier, 2000; Bovens & Zouridis, 2002; Harvey & 

Attwell, 2022; Jilke & Tummers, 2018; May & Winter, 2009; O’Toole & Meier, 2003; 

Raaphorst, 2023; Tummers et al., 2015）。 

  自基層官僚概念提出後，學界紛紛投入關注，並從不同視角切入議題。基

層官僚相關研究眾多，而本文為切合研究旨趣，恕無法窮盡所有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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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系統性文獻回顧可窺見該主題之學術進展以及關注焦點、研究途徑。

Chang 與 Brewer（2022）針對 1980-2019 年的系統性文獻回顧指出，目前基層官

僚研究共可分為六大類，分別為：（一）基層官僚在公共服務提供與公民、國

家互動中之影響；（二）理論概念化；（三）基層官僚相關具體結果變數；

（四）特徵/態度/行為；（五）基層官僚相關解釋變數；（六）跨國比較研究。

在研究主題上，該文指出，關注基層官僚在公共服務提供與公民、國家互動中

之影響的研究佔大多數；至於研究方法上，目前基層官僚研究以質性方法中的

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凸顯出此主題重視個案脈絡之特殊性（Chang & 

Brewer, 2022）。 

  本文爬梳近年國內有關基層官僚之研究，發現學界對於基層官僚之研究多

以政策執行、裁量行為為主要關注點。多數學者研究特定政策領域、職務中，

基層官僚如何在所處情境中做出決策及其背後影響因素，以有關裁量行為、服

務提供為重之研究居多，對應 Chang & Brewer（2022: 8）所分類之「基層官僚

在公共服務提供和公民-國家互動中所帶來的普遍影響」。以下以時序先後分述

可取得之期刊以及學位論文中，對於基層官僚績效之討論。 

  我國早期基層官僚研究中，曾冠球（2004）以區公所第一線人員為對象，

驗證官僚人格特質以及領導行為對於其裁量行為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影響，雖其

研究焦點並未至於績效行為或制度上，然該文將績效、工作表現視為複雜組織

脈絡交織下的結果，例如主管之領導統御行為即為了達成良好績效、生產力之

任務導向作為，而在委託代理人結構下，基層官僚善意、信任之行動亦較能導

致較好服務品質。 

  國內基層官僚研究往往基於在特定公共服務提供之脈絡下。如廖洲棚

（2006）以計畫行為理論探析臺北市政府基層同仁提供線上申辦服務之態度與

行為，該文討論焦點著重在基層官僚之服務提供以及對科技之接受態度，僅在

研究發現點出對於由上而下途徑之政策執行理論的反思，即僅採用監督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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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公共服務。陳智昆（2011）則發現基層官僚對於國賠案件當中的裁量行為

以自利動機為主要行政裁量出發點，消極地面對民眾的行為導出績效制度的確

顯著的引導著基層官僚之行為，而非做出有利於弱勢民眾的「親顧客」裁量，

點出官僚行為當中的自利傾向。而王禕梵、王宏文（2017）以食安稽查人員作

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不同人格特質以及執行風格之差異，與本文類似的是，皆

探討管制型機關之基層人員行為，但該文未探討績效制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曾冠球、趙書賢（2014）以政府服務品質獎探究為何某些基層官僚組織的服務

績效特別卓越，惟該研究為中觀層次而並非針對個人層次討論。許宗瓦

（2017；2019）以村里幹事作為研究對象，以訪談法檢視結果顯示，當前的澎

湖縣低收入戶審查趨於公平合理，而在實證與理論的對話上凸顯基層官僚與民

眾之正向互動、基層官僚之角色認知等對於推動政策相較重要。孫煒（2020）

則在參與式預算推動的政策脈絡下，以「專業知識及技術、政策觀感、工作環

境、操作方式」作為理論架構，但該文問題意識為，以契約委外的新公共管理

架構檢視官僚行為，基層官僚甚至是作為利用績效指標之監督者，對於基層官

僚本身的績效行為較少討論。最晚近者則為黃克先（2021）以基層官僚治理的

觀點切入無家者議題之民族誌研究，討論社工人員作為基層官僚，面對上級以

及外部壓力，如政治及媒體對於無家者排斥之輿論，以及個案管理績效要求下

的不同方向之「治理」途徑。其中，該文所提及基層官僚的績效議題則是社工

人員對於個案管理、績效指標等品質管理方式表示基於專業上是不滿，甚至因

為與主管認知上的不同，會採取「向上校準」的行動，「導正」長官對於無家

者議題之專業不足。這凸顯了基層官僚之績效議題上具有專業文化上的異同，

而定量式的例行性績效管考在社工專業下為基層官僚所詬病，與本文之意識有

所河流之處，惟該文未多加著墨在績效之議題。 

  碩博士論文部分，則有劉湘琦（ 2010）、洪琬茹（ 2016）、方秀貞

（2019）、徐意婷（2020），析論基層官僚在政策推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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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行為。以上研究皆以基層官僚所處第一線位置、政策執行裁量權等特徵作

為研究焦點，較少關注基層官僚在績效制度下的行為。 

  透過上述對於我國基層官僚研究之爬梳，可知基層官僚的政策執行角色如

何影響政策產出，乃至於基層官僚在其中巧妙的運用裁量權、自主性等資源，

達成政策目標。基層官僚在我國研究當中無疑的成為諸多政策領域當中的重要

議題，而基層官僚的種類以及政策脈絡在各研究當中亦決定了某種程度上的討

論焦點，以上呈現我國之基層官僚研究即便皆出於對基層官僚之行為與態度之

關注，裁量行為作為過去研究的核心。然而，基層官僚在制度困境之下所作為

的績效行為，甚至是負面的應對與操作行為同時與其光明面並行。過去研究鎖

定基層官僚之核心業務甚至是特定政策為範圍，但基層官僚面臨業務範圍廣

泛，甚至是跨機關管轄，「非本業」的行政協助業務相對不在過去研究之焦點

下。是以，本研究從基層官僚之微觀層次切入，針對其績效制度與業務對個體

績效行為之影響討論其中的影響因子，不論是分析層次和論述方向，皆實為現

行實證研究之缺口。 

第二節   我國警政現況與相關研究 

  我國警察人事制度採職涯制，在職位結構上以官階為劃分，基層警員比例

特別寬廣、人數眾多，而中高階人員比例則相對稀少，警正階級以上人員僅占

整體人數之 5.99%（游毓蘭，2007）。游氏指出，升遷緩慢而不易的職位結

構，加上警察背負維持治安、公共秩序之特殊公共利益，使警察的升遷制度呈

現「重獎重懲」的特性，績效壓力甚鉅（游毓蘭，2007）。以臺北市警察局公

布主要警政統計指標而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統計室，2022），其僅呈現刑事

相關指標，例如：全般刑案、暴力犯罪、竊盜、查獲少年刑案嫌疑犯、詐欺、

檢肅毒品之刑案發生數、破獲數、破獲率。然而，辦案僅為警察任務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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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工作更為警察人員之日常，績效壓力卻集中於刑案破案率，更不用談其他

佔據基層人員工作資源之業務了。 

  本節將闡明非例行性績效在我國警察人員業務的脈絡下，以何種樣貌呈

現。以下概述我國警察工作文化以及行政協助之現況，並盤點國內相關研究，

論證本研究作為基層官僚之非例行性績效業務討論，具其個案特殊性。 

壹、為民服務文化中的警察工作 

  在過去幾十年來我國政治環境民主深化之下，民眾對警察的角色認知與期

待日益多元，已經不僅是管制、執法的角色，而是全方位的服務提供者（陳春

希，2009；馮佩君，2015；馮佩君，2018；許弘偉，2016；謝嚴，2019）。以

日常為民服務之勤務而言，基層員警平時出勤超時超量，且業務內容包山包

海，民眾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事，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警察（馮佩君，

2015）。而基層員警勤務之繁重對於個人與組織層次皆有負面影響到其工作品

質（陳錦明等，2020），乃至個人身心健康，產生情緒耗竭、工作倦怠（謝

嚴，2018）。此衝擊更延伸至組織層面，如蕭建宏（2019）指出，社會變遷

下，派出所作為與民眾最常接觸的行政機關之一，面對多元龐雜的勤務與課責

來源，無法避免裁量權使用，而除民眾需求外還面對來自地方民代之關說、陳

情，壓力甚鉅又承受媒體負面報導之風險，導致基層派出所所長之取才困境。

由此可見，勤務工作為警察人員日常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且警察在我國重視為

民服務風氣的警民互動之下，更使警察超越執法角色。勤務工作、為民服務在

我國環境下儼然成為警察角色的重要元素，可視為警察日常的非例行性績效業

務抑或是非例行性業務，勤務具有時間與內容之不可預期性、臨時性、非週期

性，然區別源自於是否受到機關管考、是否為長官所重視（張佳璇、胡龍騰，

2018）。另一面，在職權寬廣、角色模糊底下行政協助業務卻仍引起爭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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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警察勤務為民服務之正當性基礎，而是「為其他機關服務」，且對於警

察本業產生潛在負面影響。 

貳、行政協助之制度沿革與現況 

  因應現代政府治理議題的跨域需求，除警察管轄權內之業務，我國警察除

了自身治安相關之業務，還需承擔來自其他行政機關的行政協助業務。其法源

來自現行我國《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

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第一項）。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一、因法律上之原

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二、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

執行職務者。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四、執行職

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

執行，顯較經濟者。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第二項）。前

項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第三項）。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拒絕之：一、協助之行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二、

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第四項）。被請求機關認有正

當理由不能協助者，得拒絕之（第五項）。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

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理由通知請求協助機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

異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

機關決定之（第六項）。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

費用。其負擔金額及支付方式，由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

議不成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第七項）」。上述條文提供了行政協助之

法源依據。而行政協助和警政之關係如何演變到今日所見？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5 年委託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的研究報告完整回顧我國

警察行政協助制度與實務之歷史演進（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5）。該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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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早在 2001 年《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行政機關間即有互相協助之例，其

中又以行政機關透過職務協助的方式尋求警察機關提供執行協助之情形最為普

遍（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5）。將時間回溯至二戰後、日治時期，更可見得

過去「警察大人」可謂名符其實的「人民褓母」，直至解嚴後人民民主意識逐

漸提高，受德日等國去警察化思潮影響，才有諸多業務法令主管機關「去警察

化」之作為，各行政機關皆被賦予管制權限。然而，警察「人民褓母」的形象

不只深植民心，各機關仍借重其作為第一線執行人力的角色、基層人數較多，

紛紛列其為協助單位（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5），此現象儼然形成路徑依

賴，行政機關「去警察化」之路更因社會環境轉變與民眾意識抬頭、需求擴

增，導致警察在民眾期待日益多元的情況下，得面臨更繁重的為民服務勤務與

行政協助壓力（馮佩君，2018），可謂蠟燭兩頭燒。 

  警察機關行政協助事項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5）

指出：「各行政機關主管法規，規定警察協助事項者，經統計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2004 年計約有 66種，2009 年增加至 121種，2011 年增加至 147種，2012

年增至 176種，2013 年已增至 182種；其中，內政部主管法規 15種、交通部主

管法規 28種、經濟部主管 法規 22種、衛生福利部主管法規 29種、法務部及財

政部主管法規各 12種、農業委員會主管法規 11種、司法院主管法規 6種、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管 7 種、國防部主管法規 6 種，警察顯然已淪各部會職務

協助機關的主要機關。」即便臺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即兌現競選時警政治安策

略，在臺北市警察局 62項行政協助事項中，刪除共 27項（43%）的行政協助業

務，盼使警政回歸專業（游毓蘭，2015）。 

  然而，刪減帳面上的行政協助事項幫助有限。光是過去兩年，國內重大社

會事件與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紛紛體現在警察行政協助事項中。以重大刑案

「臺南長榮大學大馬女學生遇害事件」為例，該憾事促使臺南市政府在 2020 年

11 月啟動「點亮偏鄉計畫」（台南市政府，2020）。由於該案震驚全國，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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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警政之輿論，該市政府警察局亦應付將其視為重點業務（於慶璇，

2021）。隔年五月，一長榮大學學生在論壇反應路燈不亮，該市警察局自訂通

報路燈不亮同一員警累計達 2 次、嘉獎一次等獎勵辦法，此強烈誘因吸引基層

員警積極通報路燈故障事宜，成為「高 CP 值」的業務，基層更流傳「路燈巡

佐」之說（王捷，2021）。事實上，路燈雖與治安相關，但路燈主管機關實為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管理科，以該事件而言，警察作為基層官僚角色直接面

對輿論壓力，無奈公親變事主。 

  至此，上述「路燈警察」業務基於重大刑案爆發，亦和治安有所關聯，然

警察行政協助事項不僅於此。新冠疫情肆虐之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020

年 5 月 19 日宣布全國三級疫情警戒，民眾外出時全程配戴口罩，不戴口罩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項，處 3000至 1萬 5000元罰鍰。即便《傳染病

防治法》非警察機關所主管，警察實際上承擔起口罩取締的業務（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2021）。當時中央內政部警政署考量該業務執法之合適性，為合乎法

令與職責，於 5月 22 日發聲明，稱各級警察機關均係屬政府一部分，基於行政

一體原則，現場蒐證移請衛生機關裁處，限縮警察人員執法範圍（邱俊福，

2021）。然而，當時臺北市政府卻「加碼」，要求員警逕行裁罰，引起基層員

警強力反彈（律羲和，2021）。當時疫情下篩檢站、疫調等勤務已經使其不堪

負荷，再加上口罩取締簡直是「榨乾警力」。而口罩取締業務也和前述路燈通

報業務相似，有著優渥的獎勵措施作為誘因，三級警戒期間，員警取締 2 件未

戴口罩即可獲一支嘉獎，3 個月期間臺北市合計 365名基層員警獲得 1076支嘉

獎。甚至，萬華警分局大理街派出所更有 2名員警共拿 25支嘉獎，直稱「都快

記大功了！」。繼「路燈巡佐」後，還出現了「口罩巡佐」之說（胡瑞玲，

2021）。 

  事實上，口罩之取締、裁罰業務本身跨越機關管轄權，存在管轄權與法源

之爭議，逾越管轄恆定原則（蔡震榮，2021；洪俊瑋等，2023），顯示警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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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助之爭議不但是非本業的「承攬」業務，面臨主管機關未充分授權問題，

防疫業務的主管機關隱身於警察之後，公親變事主的現象不斷復現，使其「裏

外不是人」。此後，諸如此類的行政協助事項絲毫不差的出現在防範非洲豬瘟

議題。警察這次化身為「餿水警察」，必須至街頭搜查廚餘桶中是否含有豬

肉，蒐證化驗（石秀華、林雅惠、謝佳潾，2021）。餿水桶普查業務甚至被製

表統計，檢討成效。當時警政署表示，警察肩負治安維護的責任，也是國家食

安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並祭出「重大勤務活動獎勵金」及行政獎勵作為誘

因，然而「主動」搜查攤商之要求同樣被批「協辦變主辦」，徒增基層勤務。

由此可見，行政協助作為警察日常業務之一環，可視作為一種非例行性績效業

務，在警察作為我國人數最多之基層官僚以及制度、文化背景下，行政協助業

務甚至是一定程度地佔據了基層員警的工作資源，使其偏離本業（吳書緯，

2021），甚至引導某些基層官僚行為之產生，例如追求高報酬而從事行政協助

業務而有「路燈巡佐」之說，在績效制度之導引下從事特定行為，本文稱其為

績效行為。 

參、國內相關警政研究 

  經過上述制度與實務的側寫，本文接續回顧警察績效相關研究。警政研究

的期刊文章相對較少，本研究可取得的資料中以學位論文居多。以下歸納警察

績效之相關研究，概括區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將警察之工作績效視為依變項，討論不同因素對於績效之影響，其

中廖晨諭（2008）、蔣有福（2010）、蔡其宏（2013）、謝宗融（2016）、張

勝甥（2018）、謝欣容（2019）以微觀層次切入，討論員警個人的工作壓力、

工作滿意度、家庭關係等因素如何影響其工作績效。然實證研究當中，問卷調

查法作為相關研究主要的資料來源，「工作績效」經常為主觀陳述的績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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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下的績效考評、資績計分之制度意涵有所落差，此為這一大類警政相關

研究與本研究意識之不同處。 

  第二類同樣是將工作績效視為依變項，瞄準警察體制中高度重視服從、層

級節制的組織文化，討論長官的領導模式、風格對於組織、個人績效產生之影

響。（蘇建璋，2006；陳文村，2007；邱柏昌，2020；潘金葉，2007；孫晉

華，2008；林鴻佶，2014；徐俊生、劉嘉茹，2021；劉進財，2021）。 

  第三類則討論績效管理工具適用於警察績效管理之影響或可行性評估（陳

明哲，2003；李招和，2006；林建宏，2010；蔡富雄，2013；魏守斌，2013；

鍾睿賢，2014；陳澤寬，2016）。其中，蕭宇珊（2021）一文探討警察績效運

作問題，與本文關切的研究問題意識較為接近，然在研究的學理基礎上，該文

以目標管理為理論主軸，缺卻乏基層官僚理論之支持。但行政協助亦作為其梳

理警察績效議題之問題之一，並指陳為「萬惡的行政協助」，路燈檢查、口罩

稽查、噪音、防疫工作等行政協助皆呈現於該文之實證發現中，協辦變主辦、

排擠本業以及人員不認同之問題亦被該文凸顯，然而該研究與理論之間的對話

付之闕如，本文作為同樣關注警政績效議題之研究，盼能以公共行政增添與警

政之間的對話與討論。就整體而言，警察績效之研究多將研究焦點放在績效管

理工具「測量到的部分」抑或是正式考評，而行政協助作為跨機關的業務，非

為警政績效規劃當中，相對缺乏關注，即便是討論行政協助，亦未對應其業務

特性所帶來的理論意涵，成為研究上的空缺。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總結上述，可以見得警察人員績效制度作為基層官僚之政策執行角色，以

「非例行」（nonroutine）觀點討論現行警察績效業務與制度，為現有研究之缺

口，然而國內外對於公部門之非例行性績效研究較少。在概念上，Kroll

（2013）、張佳璇、胡龍騰（2018）兩篇研究分別對非例行性績效資訊和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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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績效業務進行系統性歸納與定義，後有 Tantardini（2019）延續討論當關係

跟信任層面的社會資本較充足，中階主管反而會傾向使用更多例行性績效資

訊，但結構面向社會資本較豐富的組織則仰賴非例行性資性資訊當中的外部人

員回饋作為績效資訊來源，因為組織同質性高需要創新則仰賴來自外部的決策

資訊。至於，實務面的我國行政協助相關研究，我國警政研究中，雖有中華警

政研究學會（2015）梳理我國與各國跨機關協助制度，然該研究未關注行政協

助對警察人員績效制度產生的互動，故本研究以基層官僚制度失靈視角檢視

之，盼強化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對話。 

  結合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定義，警察工作之特殊性本身即具備業務內容及

發生週期之不可預測性（蕭建宏，2019），能對應前述本文對於非例行性績效

業務之定義與描述：「機關組織中，無明確列於年度初始所訂定之計畫內，業

務內容具不可預測性，且發生時間乃非週期性無法掌握，但卻仍有固定或非例

行性績效資訊蒐集或管考方式，據以評價執行及辦理成效之業務」（張佳璇、

胡龍騰，2018：12）。實務上，行政協助作為警察人員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

在警察職權廣泛的我國文化下績效目標模糊，而前揭行政協助透過資績計分之

回饋排擠警察本業，形成「口罩巡佐」、「路燈巡佐」之現象，恐怕僅為現況

之冰山一角。對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之管考孰輕孰重，恐怕引發有績效「評量」

卻無績效「管理」之管理病態（呂育誠，2017）。這樣的陳述並非子虛烏有，

而是出自於實務觀察以及過去研究之基礎指認。而本文於接續的第三章以及第

四章分別進行系統性的文獻回顧以及理論與實證訪談結果之對話，依序回應本

文之學理以及實務面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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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層官僚之績效行為影響因子： 

系統性文獻回顧 

  在綜整文獻的架構上，本文以邏輯模型（Logic Model）：投入（input）、

活動（activity）、產出（output）、結果（end outcome），四大構面對應基層

官僚之績效業務文獻上的討論，檢視例行性績效業務以及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當

中衡量與管理上的落差所在。以下將說明邏輯模型為何，以及以此為架構之立

論基礎。 

  邏輯模型由 Hatry（2006）在其著作“Performance Measurement: Getting 

Result”提出，又稱結果關聯圖表（outcome-sequence chart）（Hatry, 2006）、方

案邏輯模型（program logic model）（Newcomer et al., 2015），呈現不同種類績

效資訊之間的因果關係（Hatry, 2006: 26; Newcomer et al., 2015），其作為檢視

績效資訊、衡量與管理系統缺失、定義被衡量的績效資訊之概念架構，並能進

而透過績效資訊的盤點梳理分配有限資源（Herranz, 2010）。該架構的利基在

於能夠使複雜多面向的績效資訊系統性的簡化，以發揮盤點檢視的功能（Hatry, 

2006）。在分析內容上，因邏輯模型能夠兼容質性、量化的績效資訊，使分析

架構能夠適用於 不同情 境 脈 絡 ，適宜分析範圍較為寬廣的概念（ Hatry, 

2006）。如 Herranz（2010）即以邏輯模型建構網絡治理的績效指標。下圖三-1

請見邏輯模型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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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邏輯模型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翻譯自 Hatry（2006: 26）。 

  而本文所涉及學理概念主要為「基層官僚」以及「非例行性績效業務」，

以我國警察人員辦理行政協助業務詮釋，連結公共行政以及警政之研究，進行

學理與實務之間的對話。此章節擬藉由邏輯模型之階段論，系統性地耙梳過去

基層官僚研究當中，對於基層官僚執行業務之投入、過程、產出、結果各階段

之中，助長基層官僚之績效行為的影響因子為何？即本文第一個研究問題。 

  以本文切入議題之視角，基層官僚人員種類繁多，不以警察人員為限，在

Lipsky（1980, 2010）的論述中，警察人員即作為基層官僚的代表性角色之一，

但所指涉的基層官僚角色恐怕有所歧異，故本文在此對於檢閱研究之範圍與其

中意涵加以說明。在我國特殊的一條鞭制度設計之下，警察機關為當中唯一的

業務機關，在中央政府設行政院警政署，以及地方政府，各縣市政府之警察

局，而一條鞭體系有「雙重隸屬」特性（林文燦、許道然，2015）。即便在同

為大陸法系的國家當中，我國警察角色特殊，如德國警察在戰後去警察化風潮

下將警察任務限於「危害防止」（胡博硯，2018），我國警察人員在任務目標

上繁雜多元，行政機關藉由法定行政協助事項仰賴警察的「執法行政」（洪俊

瑋等，2023；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21），與以警察人員作為研究對象之研究

脈絡大相徑庭。如 Wilson（1968）在其經典著作中即將警察業務區分為兩大目

標：維持秩序（order maintenance）以及執法（law enforcement），核心任務圍

繞在治安、犯罪防治業務。國際間許多以警察作為研究對象的基層官僚研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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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視作執法（law enforcement）人員（Bhuiyan, 2022; Cohen, 2022; Johnston & 

Houston, 2018; Lu et al., 2021; Raaphorst & Van de Walle, 2018; Yang et al., 2022），

討論影響警察執法裁量行為之因素。情境設定與我國警察之角色期待迥異，警

政學界與實務界對於新冠疫災期間警察取締口罩等業務的討論，更指員警「從

防彈衣穿到隔離衣」（中華警政學會，2021）。相對而言，他國警察承擔的角

色期待與業務呈現不同風情。警政文化可從警察人員之養成略知端倪，如

Cohen（2021）從警察教育的視角切入，指出服務導向的警察教育訓練在當今

警民關係轉變的當代美國社會中亦尚未普及。相較下我國警察八面玲瓏，角色

期待、任務更顯多元。因而，本文從基層官僚的文獻中討論，納入所有基層官

僚類型而不限於警察為對象之研究，盼藉此捕捉基層官僚多面向之業務，而這

也誠如本文觀點，為我國警察之所以適宜作為非例行性績效研究對象之原因，

正因其及許多基層官僚工作內容之特性於一身，其應對民眾多元，不僅有非自

願性的當事人（non-voluntary clients）（Lipsky, 1980, 2010），在強調為民服務

的警政文化下，警察人員面對的民眾類型多元遠甚於他國文化。 

  基於前述，本文採用邏輯模型作為文獻分析架構，係基於研究興趣以及概

念廣度上的考量。其一，在理論的興趣上，基層官僚文獻眾多，又以質性研究

居多，重視脈絡特殊性（Chang & Brewer, 2022），需要一個能夠結合績效理論

的系統性架構方符合本文之旨趣。又，本文欲從基層官僚的視角切入非例行性

績效業務，因此回顧架構又不能過於發散抑或是過於狹窄，否則難以達到綜

整，並使文獻有足夠的對話空間的效果。本章各節將分述邏輯模型之各構面內

涵以及對應階段之相關基層官僚、績效相關研究內容以及討論核心、進展，以

呈現基層官僚以及績效管理相關研究當中，基層官僚之績效行為因子所為何

來。以邏輯模型作為系統性分析架構能夠借重其簡化、視覺化之工具性功能

（McLaughlin & Jordan, 2015），進而，以邏輯模型優化系統性文獻分析被視爲

能夠較清晰呈現並聚焦複雜的政策與研究問題，強化研究與政策實務之關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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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架構（Anderson et al., 2011），換言之，以邏輯模型作為概念梳理的架構在

學界是經由認同的，可由此強化宗整文獻之理論意涵，更是對於當今複雜難解

的政策議題提供了新的出口，而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議題複雜度以及牽涉概念

龐雜，邏輯模型本身作為績效管理、方案評估之工具，又在理論意涵上能對

應、銜接基層官僚及績效管理之學理與實務，而在 Kroll（2013）將非例行性績

效資訊概念化之時，以投入、過程、產出型績效將績效資訊類型化，來者我國

研究張佳璇、胡龍騰（2018）在以我國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作為個案實證之

時，亦延續這幾種傳統績效管理當中對於績效資訊之典型分類。由此言之，邏

輯模型不論在工具性的因果爬梳推導，抑或是理論意涵層面皆與本文之研究旨

趣有所呼應，俾作為本文系統性文獻分析之架構。 

  至於邏輯模型各階段所對應之概念，本文由較廣層面的公共服務提供者界

定基層官僚，在投入面首先將面臨政策目標模糊以及資源不足之問題，此在過

去基層官僚研究當中為顯著的普遍困境；過程面則在邏輯模型中指涉公共服務

本身，在基層官僚直接面對民眾的特性下產生政策如何被提供，行為與認知層

面的應對；產出面績效為組織績效管理當中首要衡量之數目，過去學理上之關

注普遍也至於績效的衡量議題上，然而出於非例行性績效資訊與績效業務之理

論視角，本文關注到基層官僚在前述目標模糊以及資源不足等困境下，需要透

過認知或是行為上的努力，提供符合民眾或組織需求的服務，然並非所有績效

業務或績效資訊皆為預先計畫、被正式管考的，產生例行性以及非例行性績效

資訊之落差；最後績效悖理則為帳面績效與實際績效之間的弱相關，績效學者

以類型化呈現人員在績效制度流於形式下的負面行為，理想上的目標校準，即

策略、組織、個人層面之目標認同，成為實務上難以企及之狀態，供吾人在整

體基層官僚處遇以及績效制度之結果有所反思。 

  以下四小節將逐一說明各階段之文獻爬梳焦點以及理論推導過程，試圖回

應本文第一個研究問題，找出基層官僚在處遇大相徑庭下，學界對於其合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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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所做實證結果與真實詮釋，以及對應到我國警察人員作為基層官僚，其在

面對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較容易導致某些績效行為之因子，在各階

段有異。以此作為學理面的資料分析呈現，並於往後第四章與實證訪談資料進

行各概念上的對話。 

第一節   投入面之績效行為因子 

  投入面的績效在邏輯模型中，指組織於計畫中所投入之資源，例如人力、

金錢（Hatry, 2006: 26）。而本文問題意識為逆向的解釋基層官僚負面行為與制

度失靈，以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作為切入點，應從業務之源頭，即非例行性業務

之誕生—藉由目標之模糊性，以及政策執行資源為此面向之概念建構。本節將

依序討論基層官僚身處之公共服務目標特性以及基層官僚普遍面臨的資源不足

困境議題之關鍵研究與概念化。 

壹、目標模糊（Goal Ambiguity） 

  基層官僚置身於公共組織當中，人員任務與組織目標緊密相連，而機關目

標模糊可以從源頭追究組織以及包山包海的人員績效業務所為何來。目標模糊

根植於公共利益的概念本身的不易界定（Lowi, 1969; Pandey & Rainey, 2006）。

公共服務本身即有公民以及不同行為者偏好不同以及難以界定之議題，Fountain

（2001）更稱其為公部門顧客服務之矛盾，與基層官僚工作又直接相關。然

而，何謂目標模糊？這個看似泛泛之談的概念經過學界的努力概念化。Chun 與

Rainey（2005）首要將目標模糊透過回歸分析之實證，分為三大面向：目標方

向模糊（directive goal ambiguity）、目標評估模糊（evaluative goal ambiguity）

以及目標排序模糊（priority goal ambiguity）。依序，目標方向模糊指組織導引

能夠達成任務的活動程度的解釋空間；目標評估模糊指能夠評估達成目標進展

的程度；目標排序模糊則呈現在多元組織任務當中能認辨認並排定優先次序的

解釋餘地（Chun & Rainey, 2005: 5）。當中，不同面向的組織目標並與公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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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性、選民偏好的衝突性、政策複雜程度、組織年齡與規模相關。其後，

Rainey 與 Jung（2015）更進一步與前篇文章目標模糊的三大構面相互驗證、對

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綜整研究成果，管制性機關在目標優先順序上會比非

管制性機關清楚，卻在目標的方向與評估上較為模糊，獲得實證的支持

（Rainey & Jung, 2015）。 

  晚近研究則有 Botti 與 Monda（2019）的系統性回顧以公私部門之差異觀點

切入，指陳過去對於組織目標模糊的研究可區分為知覺途徑（perceptual 

approach）與客觀途徑（objective approach），前者在目標模糊概念上不易切割

亦或者是過度簡化，以致於難以有效衡量目標模糊。後者則透過較為寬廣的語

義解釋，使概念過度碎片化，導致失真。目標模糊的操作化仍有其難以突破之

限制，助長組織業務以及後續績效衡量管考上的困難，此概念可自績效業務的

源頭，即組織目標給予目標模糊以及基層官僚業務包山包海根本上的解釋。 

  至於我國警察人員作為公共組織成員以及基層官僚，同樣面臨上述困境，

且行政協助更是使原就廣泛的組織目標模糊化，僭越行政機關管轄恆定原則

（中華警政學會，2021b：2）。警察機關之任務目標可自《警察法》第二條說

明警察之任務：「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可窺見其廣泛性，舉凡治安相關業務均在警察人員之工

作目標中。進而，《行政程序法》更是以「行政一體」的大傘將警察納入各領

域的治理網絡當中。中華警政學會（2021b：2）即指出，我國警察機關協辦業

務高達 226 項，然協助業務應以非警察協助不可排除，或有危人身安全、公共

安全秩序者為限，故建議現行《警察法》第二條修正為：「警察任務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維持公共安全及秩序，預防、偵查及制止犯罪，及執行

其他法令賦予之職務。」（中華警政學會，2021b：2）。 

  爰此，我國警察人員之任務目標模糊可與上述三大面向之目標模糊概念對

應。首先，在目標方向上，行政協助業務在警察廣泛職權中得到寬廣的解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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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其二，目標評估上，承襲目標方向，更以投入的警力作為達成特定目標之

進展，最後，在排定優先順序上，又以警察工作本身的緊急性作為警政目標的

首要的優先。目標模糊概念本身「條條大路通羅馬」，警察業務不論是在細分

以及寬廣的詮釋之下皆留有解釋餘地，這也與實務工作者見聞相吻合，待本文

於實證分析章節詳述。 

貳、資源不足（Resource Scarcity） 

  在後新公共管理（post-NPM）時代，新公共管理內涵支持績效課責導致較

好的治理結果，然而機關在績效課責之下相迎而來績效壓力以及對於組織彈性

的限制（Choi & Chun, 2021）。特別是在政府機關必須衡量多元而有時衝突的

價值權衡下，分配有限資源，支持對公共服務的多元期待。然而，巧婦難為無

米炊，面對公共治理複雜化的棘手問題，基層官僚需要以有限的資源抑應付策

略承擔績效課責，在基層官僚研究中，上述情境引出應付行為（coping）之議

題。 

  基層官僚作為第一線的政策執行者，其為助人工作（human service）性質

之官僚，直接提供民眾服務，且經常需要面臨大量的公共服務需求，資源經常

是基層官僚面臨的困境（Lipsky, 1980, 2010）。基層官僚仰賴以執行政策的資

源以及制度誘因決定了業務的可行性（Brodkin, 1997）。除了預算、人力上的

有形資源外，基層官僚亦運用專業知識技能等推動業務（Riccucci et al., 

2004）。 

  資源不足（resource scarcity）被認為是政策執行之所以失靈的原因之一

（Lipsky, 1980, 2010; Brodkin, 1997）。事實上，資源之所以匱乏，和公共服務

的本質息息相關。Lipsky（1980, 2010）的論述對於資源不足的根本成因提供了

生動的形容：「基層官僚的服務輸送就像是阻塞的公路，即便是加開了一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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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線，需求仍有如洪水般的湧入」。5  是以，資源不足為基層官僚的服務與

供給之間的落差，即公共服務落差（public service gap）（Brodkin, 2012; Hupe & 

Buffat, 2014），基層官僚握有的資源以及達成政策目標與期望不對等（Hupe & 

Buffat, 2014），致使落差的存在。公共服務落差的概念為公共服務的供給面和

需求面做出區別。更進一步，Hupe 和 Buffat（2014）指出，公共服務落差具有

情境的同步性（synchronic），發生在三種情況下：資源變少的情況下需求增多

（Do more with less）、需求不變的情況下資源變少（Do the same with less）、

資源不變的情況下需求增多（Do more with the same）（Hupe & Buffat, 2014: 

558）。將基層官僚的資源不足形式清晰呈現。最後，深究公共服務落差之源

頭，其來自各界利害關係人，上級、其他機關、民眾等利害關係人對於基層官

僚之服務期待使基層官僚的公共服務落差對其績效產生干擾以及基層官僚之角

色衝突（role conflicts）（Tummers 2012; Thomann, 2015）。 

  進而，資源不足如何對基層官僚績效業務產生影響？實證上，Thomann

（2015）針對 Lipsky（1980, 2010）對於資源不足影響基層官僚績效不佳的論述

以量化驗證，以荷蘭的獸醫視察員為個案，6  論證資源不足確實影響基層官僚

之產出績效，然而就資源不足的主客觀層面而言，基層官僚知覺資源不足才是

影響其產出真正的癥結所在，基層官僚對資源的主觀認知方能說明資源不足如

何影響政策執行。值得注意的是，在基層官僚與民眾直接互動為其工作中的重

要特徵，該研究對象為執法人員，與接觸對象之關係具有權力不對稱之特性，

強制執行政策，且對象為非自願性顧客。在這層官民互動關係中，政策與角色

 

5  ‘The analo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patterns on the Long Island Expressway is compelling. In 
the name of relieving congestion during rush hours on this infamous highway, traffic engineers added 
additional lanes. But every additional lane, while marginally decreasing driving time to New York 
City, induced more people to use the road. This additional traffic re- stored the traffic jam that the 
new lanes had been designed to correct. Utilization increased to meet the supply of road space until 
commuting time reached the previous level. A new equilibrium was restored with the same degree 
ofcongestion during rush hours, although with a higher volume of traffic.’(Lipsky, 1980; 2010) 

6   其為強制性執法人員，面臨非自願性顧客（non-voluntary client）（Thoman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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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policy-role conflict）以及對政策的無意義感（meaninglessness）更能夠

解釋基層官僚之產出績效（Thomann, 2015; Tummers, 2012）。 

  更細分資源不足的面向，過去研究 Masood 與 Nisar （2022）以資源不足的

發展中國家醫院服務進行個案分析與深度訪談，將資源不足區分為物質缺乏

（material scarcity）、制度缺乏（process scarcity）以及人力缺乏（personnel 

scarcity）。當中，基層官僚藉由不同於承平時期的方式維持疫情下服務輸送。

Masood 與 Nisar（2022）稱之為「政策修復（policy repair）」。當資源不足以

應付執行時的資源不足時，基層官僚不僅是執行者，更充當修復者，以「修

復」的方式應付資源匱乏，將資源不足的問題詮釋為政策創新的機會，基層官

僚因此成為「化危機為轉機」的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政策修復

的概念凸顯了基層官僚的角色多樣性，角色轉換是依照現場需求而定，並且時

常面臨突發狀況。而角色轉變的議題中在新冠疫情下可見一斑。同樣生於資源

不足困境的關注，基層官僚在人力不足以及政策執行過程政策缺口（policy 

void ） 之 中進行 「 政 策 即興（ policy improvisation） 」 （ Campos & Peeters, 

2022），基層官僚巧妙運用有險資源推動業務進行的情況並不罕見，而政策即

興的觀點相較於政策修復，更凸顯人力專業與職能的重要性，為拉丁美洲公共

行政普遍課題（Campos & Peeters, 2022）。Peeters 與 Campos（2022）稱之為脆

弱制度（weak institution）下的基層官僚困境。 

  基層官僚的角色在資源不足的困境中更具有角色多元性質。一方面，作為

助人工作者，必須直接面對民眾作為顧客（citizen-client）的需求並提供服務

（client-processing），同時卻因為公共資源不足以應付需求，必須限額提供服

務（resource-rationing），成為基層官僚的危機之下的兩個主要角色（Meza et 

al., 2021）。Meza 等人（2021）的視角將資源不足的討論延伸至多重角色在危

機的臨時性以及不可預期性，疫情當下更被觀察出三個在現場的基層官僚次要

角色，第一，作為審慎的參與者（participants-in-deliberation），必須當下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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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有限資源；第二，作為評估者（patient-evaluator）判斷是否繼續對患者提

供服務；第三，作為資源創造者（resource-creator）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每位

臨床人員必須最大化自身的臨床職能，盡可能填補人手不足的缺口。Meza 等人

（2021）以及 Masood 與 Nisar（2022）之研究皆奠基於新冠疫情之公共危機當

中的基層官僚第一線服務困境。醫療工作皆具備高度專業性，可作為專業基層

官僚應付公共危機之寫照，分別解釋了資源不足的不同層面以及基層官僚角色

如何衝突。疫情為醫療人員直接面臨的公共危機，且為本身專業，然而非醫療

專業之基層官僚面對疫情乃至於其他的公共危機、突發狀況缺乏學術上的關

注，卻也直接受到公共服務落差的影響。 

  上述研究針對基層官僚在資源不足的環境壓力下呈現多元角色，Meza 等人

（2021）更是試圖呈現當中的衝突性質，然而，基於個案研究脈絡的可比性，

本文認為對於基層官僚的角色分類對於其中個人專業、組織制度以及政策目標

與內容三者之間的張力未有充分的描繪。而就本文見解，雖前揭文章就基層官

僚與民眾直接互動以及專業角色，凸顯和一般文官之差異，然就提供服務性質

上，業務牽涉執法之基層官僚應適用面向更為寬廣的角色衝突分類，如

Tummers 等人（2012）即以大眾對於基層官僚的期待切入，將其與政策、組織

目標之間的衝突類型化，共分為三大類。「政策—顧客衝突」指涉基層官僚與

民眾要求或期待可能是相悖的，通常發生在執行具有強制性政策的人員互動

中；「政策-專業衝突」將重點放在基層官僚的專業知識以及認知與政策的內容

與目標不相符，容易出現在制定途徑由上而下的政策；「組織-專業衝突」則帶

出組織作為基層官僚管理者，組織的管理途徑以及目標和專業人員專業態度、

價值觀與行為之衝突。請見下表三-2綜整。 

表三-1 基層官僚角色衝突類型 

角色衝突

類型 政策—顧客衝突 政策—專業衝突 組織—專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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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執行政策的專業人員

認為，政策要求的行

為（例如遵循嚴格的

政策規則）與顧客要

求的行為不符 

專業人員執行政策

時，感到政策要求的

角色要求與其專業態

度、價值觀和行為不

符 

執行政策的專業人員

認為組織要求的角色

行為與其專業態度、

價值觀和行為不符 

舉例 
執行更嚴格的執法政

策，例如零容忍政策

的警員 

政策由上而下實施，

沒有諮詢專業人員的

意見 

在政策實施期間強調

效率和專注於可量化

目標 

資料來源：本文翻譯並整理自 Tummers等人（2012）。 

 

第二節   過程面之績效行為因子 

  邏輯模型所言的過程即服務本身（Hatry, 2006）。前節從基層官僚目標與

角色的模糊性以及資源不足的初始條件出發，基層官僚所承受的業務與外界期

待隨之而來，接下來本文接續討論基層官僚在此困境之下如何自處，也就是行

為與認知層面上的回應。 

壹、政策異化（Policy Alienation） 

  基層官僚作為政策之執行者，其認知層面與行為有所連結。在第二代政策

執行理論中「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說法乃是提醒執政者基層官僚認知的差異將

會影響政策執行與理想之落差。自主裁量權在基層官僚研究中早在 Lipsky

（1980, 2010）被界定為基層官僚之特性。學界對於裁量權觀點各說紛紜，但基

層官僚之專業角色經由 Evans（2011）所提醒後，基層官僚的專業性受到重視，

而非將管理控制視為圭臬。站在公共管理者的角度，基層官僚為何不如其所

願，顯然是個引起學界與實務興趣的議題。若政策推動的影響作為結果，原因

得回朔自基層官僚的認知。 

  執行的問題不是公共行政的專利，早在馬克思提出工人以及其工作產物本

身之意義脫鉤時，「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被提出，惟在管理科學主義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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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時代，工人的服從被視為鐵律，資本主義將人性與物質產出分離，產出與

生產者之間的意義疏離（Blauner, 1964）。而在公共政策學，「政策異化

（ policy alienation ） 」指陳人員與 政 策 心 理認知層 面脫離（ Loyens, 2016; 

Thomann, 2015; Van der Voet et al., 2017; Tummers et al., 2009）。起初，政策異

化被操作化為三大構面，政策無力感（policy powerlessness）即公共專業人員所

感知對於政策方案缺乏影響力；政策無意義感（policy meaninglessness）即社會

層面上專業人員對於政策對於社會以及民眾之影響力感知缺乏，以及角色衝突

（role conflicts）（Tummers et al., 2009）。實證研究指出，即便資源不足是基層

官僚面臨困境，政策異化確實為負向影響產出的背後原因之一，政策過程責無

旁貸（Thomann, 2015）。 

  進而，政策異化發展出更微細緻的五大次概念（Tummers, 2012），分別為

策略無力感（strategic powerlessness）、戰術無力感（tactical powerlessness）、

操 作 無 力 感 （operational powerlessness） 、 社 會 無 意 義 感 （societal 

meaninglessness）以及顧客無意義感（client meaninglessness）。內容及示例請

見下表三-3所整理。 

表三-2 政策異化五大面向之定義與示例 

政策異化面向 定義 舉例 

策 略 無 力 感 
Strategic  
powerlessness  

無力感涉及政策內容，

如規則和法規所涵蓋的

範疇。 

公職人員感到該政策在未經實施的公

共服務工作者或其協會的幫助下起

草。 

戰 術 無 力 感 
Tactical  
powerlessness 

對於在所屬組織內實施

政策的決策中缺乏知覺

影響力。 

公職人員表示，在設計政策的實施過

程時，組織的管理階層未諮詢他們或

其同儕。 

操 作 無 力 感 
Operational 
powerlessness 

在實施政策時，對於選

擇相關制裁和獎勵的種

類、數量和品質缺乏感

知自由。 

公職人員表示在執行過程中感到的自

主權低於應有水平。 

社 會 無 意 義 感 
Societal 
meaninglessness  

對於該政策對社會相關

目標的價值缺乏認同。 

公職人員表示同意增加透明度的政策

目標，但不知道這項政策如何幫助實

現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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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異化面向 定義 舉例 

顧 客 無 意 義 感 
Client 
meaninglessness  

不認同政策的執行對民

眾有價值。 
公職人員表示某項特定政策嚴重侵犯

了他們顧客的隱私。 

資料來源：本研究翻譯並整理自 Tummers（2012）。 

貳、應付行為（Coping） 

  基層官僚處於政府以及民眾之間的介面（interface），許多決定是在面對面

的互動中形成（Brodkin, 2012）。尤其是基層官僚的日常工作中，充滿與民眾

情境式（situational）、表現式（performative）的公共互動（public encounters） 

（Bartels, 2013），服務輸送過程與民眾緊密的互動、對話交織，直接影響服務

輸送的品質（Bartels, 2013）。與此同時，基層官僚同時面臨資源有限、服務輸

送過程中面臨專業倫理或是個人價值上的角色衝突，卻要提供符合其專業期待

的服務品質，使得基層官僚必須出認知或是行為上的應付(coping)策略，幫助其

適應不同層面的壓力（Lipsky, 1980, 2010）。心理學家 Folkman 與 Lazarus

（1980）針對應付策略的操作型定義為「致力於掌握、容忍或減少外在和內在

需求和衝突之認知和行為努力」。7  Tummers 等人（2015），將其定義適用於

公共服務輸送過程中的應付策略，就「是否在與民眾互動中」以及「認知或行

為」兩個象限做區分，操作型定義為「第一線人員致力於掌握、容忍或減少外

在和內在需求和衝突之認知和行為努力」8  （基層官僚行為與認知應付方式請

見下表所整理）並且以基層官僚之服務輸送特質，專注於互動當中的應付行

為，有別於認知上的應付，而將重點置於實際做出的行為。詳細四大象限之分

類請見下表三-4。 

 

7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efforts made to master, tolerate, or reduc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mands 
and conflicts among them.” (Folkman and Lazarus ,1980:223) 
8 “behavioral efforts frontline workers employ when interacting with clients, in order to master, tolerate, 
or reduc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mands and conflicts they face on an everyday basis.” (Tummers et al., 
201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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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3 應付行為與互動過程分類 

 行為應付 認知應付 
在互動 
過程中 

1. 彈性規則（rule bending）打破規
則（rule breaking）、對顧客有
敵意、例行化、限額提供服

務、利用個人資源 

2. 以顧客為導向的懷疑論、對顧客
同情、與顧客情感分離 

非在互動 
過程中 

3. 同事的社會支持、向管理者抱
怨、離職、物質濫用 

4. 認知重組、對工作產生懷疑、工
作異化 

資料來源：本文翻譯自 Tummers等人（2015）。 

  Tummers 等人（2015）參考 Skinner 等人（2003）所發展出的應付階層

（hierarchical coping order），9  系統性檢閱有關應付行為的研究，發現現有基

層官僚研究對象分為四大類別，分別為社工、教師、醫療人員、警察與其他，

並且比對三大類應付行為，分別為親近顧客（moving-toward client）、疏離顧客

（moving-away -from client）、敵對顧客（moving-against client），歸納四大類

基層官僚以及研究中顯示的應付行為，在親近顧客行為，如教師是彈性規則

（rule-bending）行為比重最高（56%）的基層官僚，而醫療人員最傾向打破規

則（rule-breaking），相對而言，警察人員相較其他基層官僚最傾向以敵對顧客

（moving against client）行為中的固守陳規（rigid rule following）應付民眾，而

此現象可歸結為新公共管理重視效率之故。 

  應付策略可描述為基層官僚面對超載業務量發展出的行為，其對於民眾權

益以及政策影響好壞參半，在親近顧客（moving-toward client）的應付行為中，

即是出自民眾利益而做出的正向行為。甚至，基層官僚在資源不足、角色衝突

以及高業務量的情況下，排定優先順序（prioritizing），選擇「值得幫助」的個

案，也是一種幫助民眾的應付行為（Jilke & Tummers, 2018）。 

 

9 該架構將應付分類由最寬廣的，由顧客利益或是自身利益出發，到採取行為類別的示例，共

有三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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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而論，排定優先順序的過程，是基層官僚與民眾互動過程中的裁量偏

好（discretionary bias）（Jilke & Tummers, 2018）。然而，在業務負荷高、強調

效率的情境下，基層官僚更容易做出傾向負面的應付行為。例如，固守成規

（rigid rule-following）以及攻擊行為（aggression），可能是出於基層官僚本身

的 高壓狀態，也可能是被外在 行 為引發 的 （ Tummers et al., 2015; Brown, 

1988）。不論基層官僚的應付行為、裁量偏好如何，都說明了基層官僚業務在

政策執行的階段，資源的不足、專業角色的判斷與衝突會對民眾以及政策產生

不同影響，單一種行為背後有不同考量。例如，親近顧客（moving toward 

client）的應付策略中，打破規則（break the rule）在微觀層面傾向民眾利益，

然而背後原因可能是基層官僚出自與個案之間的信任關係，使案主免於繁文縟

節（red tape）便宜行事（Potipiroon, 2022），又或是面對高風險的民眾，基層

官 僚 為 了 自保而兩權相害取其輕，寧願打破規定（ Davidovitz & Cohen, 

2022）。由此可見，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在基層官僚日常執行業務的過程中，和

規劃的政策時常有所出入，執行和規劃當中的間距不僅存在於資源不足而需求

不減反增的不可能情境（impossible situation）（Zacka, 2017）、基層官僚知覺

的組織資源量能（ Baviskar & Winter, 2017 ） 、 人際關係以 及裁量偏好

（Davidovitz & Cohen, 2022; Potipiroon, 2022; Jilke & Tummers, 2018）皆影響基

層官僚的應付策略。而基層官僚的應付行為不僅是影響到政策執行，作為績效

業務，主管對於主觀認同優先較「值得幫助」10  個案的基層官僚考評結果較佳

（Tummers, 2017）。應付行為會藉由考評結果回歸到績效管理循環中，強化主

管認同的價值選擇。此乃基層官僚直接提供服務、裁量行為下的績效資訊特

性。 

表三- 4 基層官僚行為與認知應付方式 

 

10 該文稱「motivated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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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行為分類 應付方式 行為描述 

親近顧客 
Moving towards 
clients 

彈性規則 因應顧客要求調整規則 

打破規則 因應顧客要求忽略規則 

工具性行動 為了應付緊張的情境以及達到顧客要求所

採取的持續解決方案 

排訂優先次序 给予某些顧客更多的時間、資源、精力 

使用個人資源 使用個人的時間、金錢或精力來造福顧客 

疏離顧客 
Moving away 
from clients 

例行化提供服務 
限額提供服務 

以標準化方式處理民眾的問題 
减少服務可用性、吸引力或期望 

敵對顧客 
Moving against 
clients 

固守陳規 
攻擊行為 

固守規則，可能與客户的要求相悖 
以敵意的方式對待顧客 

資料來源：本文翻譯自 Tummers等人（2015）。 

  以上討論了基層官僚執行自身領域之業務，然而當基層官僚面對非屬自身

領域，外來（exogenous）且強制性（coercive）業務時，加深了自身業務角色

之衝突性，基層官僚會採取一種新的應付策略，破壞規則（rigid rule-breaking）

（Harvey & Attwell, 2022）。在澳洲「No jab, no play」政策中，學前教育的機

構業者應政府疫苗政策，必須審核入學孩童是否經施打疫苗。當中的機構業者

身為教育領域專業之基層關僚，面臨需強制執行奔本身專業之健康政策的外部

壓力，因此發展出過嚴的政策應付行為（rigid rule-breaking），反倒扭曲了原定

政策，剝奪學童受教權（Harvey & Attwell, 2022）。此政策不僅作為基層官僚須

在資源不足、業務量超載的困境下承擔政策執行者的角色，同時，基層官僚在

大型社會變遷下，政策領域的疆界因其直接面對民眾、執行政策之角色模糊

化。該研究為首篇試圖區別政策的外生性（exogenous）11  的基層官僚研究。該

 

11  連結到本研究，本文以我國警察人員執行行政協助業務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的基層官僚寫

照，在跨越政策領域疆域的外生性上與該文欲區分的概念有所呼應。我國行政協助為其他機

關請求協助辦理，自有政策外生性的特徵。如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機中，事件發生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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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實證上強化了 Tummers 等人（2015）的分析結果，即在面臨資源不足又

需要強制執行政策時，基層官僚更傾向使用不利民眾的應付行為。 

  承接上階段投入面的資源不足危機，在過程面的績效階段當中，基層官僚

應付業務上的需求而必須發展出應付的策略與行為。應付行為在基層官僚與民

眾直接接觸的過程發生，主管難以監督控制，且政策的執行依裁量權作成。然

而，應付行為對民眾以及政策影響好壞不一。Tummers 等人（2015）以及後續

研究的脈絡在於基層官僚執行本身專業領域的業務過程，有些應付與裁量行為

是依據官僚專業做成。相對的，本文之個案以行政協助討論，更是呼應 Harvey

與 Attwell（2022）研究所突破，關注基層官僚業務當中的外生、跨域性質。 

第三節   產出面之績效行為因子 

  邏輯模型當中，產出指生產服務或產品的數量（Hatry, 2006），然而量化

資訊或許難以涵蓋公共服務之全貌。是以，本文焦點置於基層官僚工作中的非

例行性績效業務，則欲區別績效管理傳統當中較少討論的「非例行性」面向，

其的確為公共服務的產出，但不見得以指標管考，甚至是事先規劃，由此產生

例行性以及非例行性績效之間的落差。本節將依序討論學理上較上位的非例行

性績效資訊，再聚焦於接近實務的非例行性業務。 

壹、例行性與非例行性績效資訊（Nonroutin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二十一世紀始，各國政府皆進入績效管理的時代（Moynihan, 2008），在公

共行政場域中，多元而複雜的治理環境提供公共管理者豐沛而多元的績效資

 

時間點皆不可預期，卻又因爲績效管理措施上的要求納入機關之管考，與非例行性績效業務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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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據以對組織及個人目標的達成進行追蹤、管考，目的是為了達成良善的治

理結果。然而，績效管理邏輯至今主流皆依循事前規劃（ex ante）的指標作為

依據（Kroll, 2013；蘇偉業，2009）。績效指標顯然提供管理者易用的管理工

具，使組織與個人的策略可見，卻存在過度簡化而與真實世界脫鉤的隱憂

（Kroll, 2013）。Deming（1994）的績效管理循環中，計畫（plan）、執行

（do）、學習（study）、行動（act）一脈相承，績效指標作為主要的績效資訊

蒐集來源，連結各階段的管理回饋（Kroll, 2015）。然而，如是對於績效資訊的

重視有所缺陷，實務上，管理者決策之依據除了定期蒐集績效指標的量化數據

之外，非正式的、臨時被動接受的、質性的績效資訊，即非例行性績效資訊

（nonroutin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在公共行政領域，對於非例行性績效資

訊的討論付之闕如。Kroll（2013）基於理論以及實證的發現指出，實際上，管

理者更加傾向使用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作為決策依據。下表三-6 現不同種類績效

資訊之區別。 

表三- 5例行與非例行性績效資訊種類 

公共行政中的績效資訊 

種類 例行性績效資訊 非例行性績效資訊 

生產方式 •  定期蒐集  
•  基於事前規劃指標 

•  特別的、臨時的  
•  被動接收  

形式 •  通常是量化的、綜合的  •  通常是質性的、豐富的  

 

  



doi:10.6342/NTU202303225

 
43 

表三-5例行與非例行性績效資訊種類（續） 

公共行政中的績效資訊 

種類 例行性績效資訊 非例行性績效資訊 

傳播方式 •  公開的（正式報告） •  透過各種媒介進行  

典型來源 •  以結果為導向的報告 

•  文件  
•  書面詢問  
•  正式會議  
•  非正式交談 

資料來源：本研究翻譯自 Kroll（2013:267）。 

  如是對於績效資訊分類之觀點在後續研究 Tantardini（2019）當中被用以分

析組織社會資本以及決策之因素，然而，其研究對象並非基層官僚。而本文以

我國警察人員作為個案，在基層官僚需直接面對民眾、具有裁量權、且普遍資

源不足之特徵之下，行政協助業務作為外來、非專業的業務，在不同警察專業

劃分以及高度重視量化績效的警政文化之下，非例行性績效資訊觀點，能夠與

我國國情產生何種對話？更具體而言，就本研究之目的，特定行政協助業務可

被量化記獎，甚至有「口罩巡佐」、「路燈巡佐」之稱，是否又能夠呼應 Kroll

（2013）對於非例行性績效資訊的樂觀詮釋呢？抑或是，在我國警政績效制度

當中，緊抓例行性績效資訊才是「識實務者為俊傑」之理性選擇？行政協助作

為一種非例行性績效業務，是否時而呈現了過度簡化、扁平的績效資訊？本文

於後續實證結果與分析討論之。 

貳、例行性與非例行性績效業務（Nonroutine 

Performance Task） 

  非例行性業務（nonroutine task）指組織人員面臨突發性事件，非在工作計

畫中的業務，過去管理學界的研究點出人員對於是類業務之應付考驗更高層次

的職能，包含自我與夥伴關係的管理、流程管理（Savaneviciene et al., 2014），

仰賴人員對於組織內外部的知識學習（Wang et al., 2014）。非例行性的業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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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具有不可預測性質，為人才職能評估良好的資訊來源（Waller, 1999; 

Burtscher et al., 2010; Mihaylov & Tijdens, 2019; Pellegrin et al., 2021; Braithwaite & 

Sprague, 2021）。然而，組織經常傾向過度的重視例行性業務之績效監測，因

其較為可測量（Seabright, 2000），使非例行性的業務關注付之闕如，在公共行

政研究中更是如此。 

  是以，國內研究張佳璇、胡龍騰（2018）自非例行性績效資訊為出發點，

討論是否有些績效業務存在於公務同仁的日常工作中，其為臨時性、時間與業

務內容不可預測，有定期蒐集績效資訊據以考評的業務，但卻不在組織年度初

始鎖定計畫內？該研究以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兩輪深度訪

談以及多層次分析，論證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確實存在於我國公務實務中，並且

具有不亞於例行性績效業務之重要性（張佳璇、胡龍騰，2018），有關該文將

績效業務定義並分類，請見下表三-6。本文於前言章節已詳述行政協助之我國

現況，為警察人員為主要的執行人力，其與常任文官之業務類型、文化、升遷

獎懲制度皆有出入。而本文以警察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在理論以及實證上皆延

伸過去過於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討論，使吾人能將此概念放在基層官僚的脈絡

下檢視。 

 

表三- 6績效業務之類型與定義 

績效業務定義 績效業務類型 定義 

績效業務 
機關組織中受首

長及管理者重視

並管考之業 務 

例行性 
績效業務 

年度初始所訂定之計畫內之業務 
清楚明訂業務執行內容或時間  
有固定或非例行績效資訊蒐集或管考方式，據

以評價執行及辦理成效 

非例行性 
績效業務 

無明確列於年度初始所訂定之計畫內 
業務內容具不可預測性，且發生時間乃非週期

性無法掌握 
有固定或非例行績效資訊蒐集或管考方式，據

以評價執行及辦理成效  

資料來源：張佳璇、胡龍騰（2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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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前述研究為基礎，以我國警察人員之行政協助業務作為非例行性績

效業務之實證個案。除作為鞏固理論概念外，行政協助跨越警察本身專業之業

務特質，亦超越純然的突發性的業務層次，然而卻缺乏完整績效資訊呈現，此

為與過去研究對話並檢視實務制度問題之良機。而張佳璇、胡龍騰（2018）在

構築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概念與實證時，將例行性與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以及績

效業務產開四種組合的 2x2 矩陣，以臺北市政府作為脈絡的績效業務在四個象

限皆有相關業務，而警察人員作為基層官僚之非例行績效業務型態與例行、非

例行性績效資訊對應之關係又為何？則待本文第四章接續以實證資料對話。 

第四節   結果面之績效行為因子 

  本節將以邏輯模型之最後一階段績效類別，即績效的結果，對應非例行性

績效業務之所以助長目標錯置，即不樂見的績效結果。而在公共服務之產出以

及實際影響有所距離，亦為邏輯模型有別於企業績效管理之重要區別（Hatry, 

2006），此章將討論結果上的負面的績效管理病態——績效悖理（performance 

paradox），以及在其反面，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應回歸的理想狀態—目標校準

（goal alignment）。 

  Lipsky （ 1980, 2010 ） 即言， 基 層 官 僚 研 究相當 於 目標錯置（ goal 

displacement）的研究。基層官僚目標模糊不易衡量的任務特質容易引導人員目

標錯置。在實證上諸多研究呈現不同種類的基層官僚目標錯置行為，當中原因

紛紛扣合 Lipsky 所言。Bohte 與 Meier（2000），以德州公立學校教師作為對

象，探討其在學生升學表現作為績效壓力下，制度驅使人員盡可能排除學業表

現較為不利的學生參加升學考試，以操弄學生考試通過率。該個案中討論背後

因素，和本文前述基層官僚執行業務的投入面資源不足同時面臨績效壓力之困

境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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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測量本身並非目的而是達成結果之手段（Behn, 2003），係透過績效制

度扣合組織目標為之（Stazyk & Kim, 2022）。本文將以回溯性（retrospective）

的觀點看待績效衡量制度下衍生的非預期行為，即績效制度之功能以及失靈現

象：「績效悖理（performance paradox）」（van Thiel & Leeuw, 2002）討論基層

官僚之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如何助長目標錯置或其他負面行為。 

壹、績效悖理（Performance Paradox） 

  績效悖理（performance paradox）即「績效指標及其所測量出的結果，與機

關或組織實質績效本身之間所形成的一種弱相關（weak correlation）現象」

（Meyer et al., 1993; Meyer & Gupta, 1994; van Thiel and Leeuw, 2002: 271）。績

效悖理描述績效制度或指標弱化甚至悖離真實組織績效、流於形式，喪失其管

理功能的過程。其中，以績效指標弱化現象為焦點（van Thiel & Leeuw, 

2002）。績效指標之弱化可分為四階段（Meyer et al., 1993; Meyer, 1993; Meyer 

& Gupta, 1994 ; Frost & Brockmann, 2014），依序為：「正向學習（positive 

learning）」即指標逐漸失去鑑別績效優劣的敏感度，獎優汰劣的制度功能弱

化，例如當績效進步時人人有獎；「逆向學習（perverse learning）」即人員從

指標與績效制度中習得如何在該制度如何獲得好的帳面績效（production on 

paper）並且將在績效制度下習得之策略用於操弄績效資訊，然而實際上績效也

許並無進步，甚至惡化；「逆向選擇（selection）」承接上階段，描述績效制度

的操弄（manipulate）在人員之間的競爭效果錯置，劣幣驅逐良幣，實際績效被

帳面績效取而代之；最後階段為「抑制（suppression）」，則發生於績效資訊

之間的鑑別度被忽略時，人員行為受制於績效指標之引導效果。如此的引導效

果為雙向的。一方面，人員一窩蜂地投入受指標鼓勵之業務；相反地，非被指

標與制度鼓勵的行為則被抑制（Meyer, 1993; Meyer & Gupta, 1994; van Thiel & 

Leeuw, 2002）。承上，此概念之核心為實際績效與績效呈現差距之議題（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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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l & Leeuw, 2002）。同時，值得吾人關切的實務意涵有二層面。其一，消極

而言，績效指標之獎懲影響孰輕孰重皆可能導致負面的非預期效果；在積極意

義上，在績效指標衡量下，未被彰顯的業務核心亦可能是因為其難以被衡量，

即量化的績效衡量侷限性（Frost & Brockmann, 2014）。 

  進而，績效悖理又會引發對組織有害的負功能、非預期結果（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 （ Siverbo et al., 2019; Dahler-Larsen, 

2014）。然而，績效悖理一概念為制度病徵，往往是事件發生不樂見結果的後

見之明，如 van Thiel 與 Leeuw（2002）一文即以消防部門等提供第一線服務機

關作為績效悖理現象之例證，該文將績效悖理細分為非預期的（unintended）以

及蓄意的（deliberate），說明了制度以及人為因素皆有可能導致績效悖理之不

樂見後果。 

  我國學者蘇偉業（2009：116-119）即融合 van Thiel 和 Leeuw（2002）的觀

點，結合對於公部門運作之觀察，歸納出五項績效悖理的行為與影響：（1）誤

導視聽，指陳指標弱化現象導實際績效資訊之誤判，主要為因果關聯的模糊以

及過度簡化，忽視了其他導致績效結果之因素；（2）隱惡揚善，為著重在績效

之表衡量的部分，忽略不需衡量或呈現之績效資訊，其會導致特定難以達成之

指標績效資訊被掩飾，而某些績效資訊被忽視（Meyer & Gupta, 1994）；（3）

捨難取易，即「柿子挑軟的吃（cream skimming）」，組織績效在指標的簡化

過程中以管窺天（tunnel vision）；（4）弄虛作假，則是極端的以虛假資料應

付績效要 求 。 有 別 於前述 行 為 在 不違反制度之前提 下 為 之 ，蘇偉業

（2009:118）亦以警察「吃案」作為此類行為之例；（5）唯利是圖，對應逆向

學習（perverse learning）（Meyer & Gupta, 1994），將組織利益，或是有助於組

織之 生存之 行 為 作 為 行 為驅動 之 目 的 ， 而 具體而言， 目標錯置（ goal 

displacement）即為其中一種人員負面行為，與前述的失功能（dysfunction）效

果連結最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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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以績效悖理為理論基礎之實證研究則有 Frost 與 Brockmann（2014），

以本文前述回顧之績效悖理指標弱化四階段為架構。該文以德國大學教授為研

究對象，探討大學企業化的環境下，注重學術發表篇數、影響力指數成為組織

經營之道，然而學術品質以及對知識的好奇、創造力被簡化為量化績效指標中

的發表數，該文之訪談內容分析與績效悖理架構呼應，為學術場域之績效悖理

實證研究，而警政領域之績效管理研究則仍待此視角之關注。此組織病態學的

觀點正扣合本研究目的，協助對現行警政績效制度進行大範圍的初步檢視、盤

點問題。 

貳、目標校準（Goal Alignment） 

  相對而言，目標校準之重要性在於確保績效制度與組織策略目標一致，影

響人員對於其工作之認同、滿意度（Kalgin et al., 2018）。組織的策略性規劃透

過人員知覺的業務重要性而依照優先排序實現，過程中，目標校準連結組織的

策略目標跨越中觀、微觀層次，扮演個人與組織層面績效之中介者與調節者

（Ayers, 2013, 2015）。首先，從微觀的個人感知目標而言具主觀意涵。組織心

理學中，目標設定理論（goal setting theory）指出，當個人對於目標認同，對於

任務將有更高的動機，投入較多心力，幫助組織更容易達成目標（Locke & 

Latham, 2002），個人對於工作的目標校準對組織績效造成正面影響（Ayers, 

2015; Kalgin et al., 2018b; Stazyk & Kim, 2022）。當組織成員認為績效管理制度

中的個人業務與目標切合時，對於工作滿意度較高，間接地減少人員離職意向

（turnover intention）（Kalginet et al., 2018a），並提升中階主管在進行績效評核

時的投入（commitment），進而產出品質較高的績效資訊及決策（Andrews et 

al., 2012; Rodas-Gaiter & Sanabria-Pulido, 2020），對組織中各階層角色而言，皆

有助於長期的組織維運與發展。Walker 等人（2013）以「政務與常任文官之主

管對於績效管理之觀感是否一致」檢視校準（alignment）議題，亦發現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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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人員與常任文官身份之主管對於績效管理之理解有所共識，將對組織績效

產生正面影響，作為目標校準的「政治與行政」面向。 

  以個人層面而言，當個人與組織的策略目標達到校準時，個人與組織的連

結完整時，績效表現促成組織的策略發展（Andrews et al., 2012）。最後，績效

制度之利害關係人在公部門牽涉公民認同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故其「正當性

（legitimacy）」決定了制度是否能如願落實，不流於形式。故正當性觀點牽涉

到層面較廣的政府民眾互動、主管與人員對於績效制度的期待。Rodas-Gaiter 與

Sanabria-Pulido（2020）以發展中國家哥倫比亞的績效評估制度作為個案，討論

影響績效制度正當性的因素，分析發現，個人以及組織的目標校準程度和主管

的角色尤其重要，當主管針對個人溝通，使個人感知到自身業務目標與組織策

略有所連結，績效管理工具之正當性則較高。總而言之，目標校準概念可自個

人層面的影響作為施力點，促進績效學習，發揮策略性績效管理之功能（Behn, 

2003）。 

  至於關注跨組織層次的目標校準研究，則從垂直策略校準（vertical strategic 

alignment）切入（Andrews et al., 2012），在公部門層級節制的組織安排下，組

織中不同層級背負著不同任務角色。然「垂直」方向的權責分工需要關注目標

校準的議題，則為在不同層級的組織當中，優先次序（priorities）是否一致？

當不同層級之間存在目標衝突以及資訊不對稱時，容易衍生委託—代理人問

題，並使交易成本提升，不利於組織推動策略。我國則有胡龍騰、徐瑋鴻

（2017）延伸垂直目標校準以及與個人績效之連結，以「組織—團隊—個人」

三層次的目標校準概念檢視我國公部門團體績效評比之組織成員績效學習、團

隊動態。 

  藉由上述目標校準文獻之疏理，本研究將目標校準概念歸納出五種面向，

從微觀到組織依序討論個人動機的目標設定理論，到個人與工作目標、工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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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之間的核對，到績效制度正當性議題、績效管理的政治/行政觀點校準，以

及跨越最多層次，討論不同層級之間的績效透過目標校準，企圖達成一致目標

的垂直策略校準以及連結個人、團隊、組織三層次的目標校準，如下表四-8 整

理。 

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文以邏輯模型，將基層官僚研究議題中的目標模糊、資源不足、政策異

化以及應付行為連結至績效管理研究中對於不同類型績效資訊、績效業務以及

績效悖理，予以檢視警察之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目標錯置以及其他負面行為。

繁雜的警察勤務內容本身即具目標模糊、難以界定的特性，無法將警察工作全

然指標化，故績效資訊落差可說必然存在。以下依序總結前述投入、過程、產

出及結果與本文所討論警察人員行政協助業務作為基層官僚的非例行性績效業

務之間的概念連結。 

  於投入面之目標模糊，本文欲探討警察人員在面對非組織計劃中的非例行

性績效業務之角色，其行政協助範圍不僅為新冠疫情，乃至非洲豬瘟、重大社

會案件以及警察勤務之非預期性。在我國警察所處環境與前述回顧對於公共服

務落差、角色衝突之有所交匯，在多元的警察工作中，服務警察以及執法警察

的角色並行，且在公共服務要求增多的政府治理雙環困境下，不同面向的資源

不足的困境體現在行政協助以及刑案、為民服務、警政署專案等多元績效壓力

中。警力不足的問題在多元績效業務的期待下更加嚴峻。 

  於過程面之政策異化，延伸自績效業務所需資源歧異，警察人員同時兼具

執法者以及服務提供者的雙重角色，警察任務特性下，行政協助作為來自其他

機關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在績效的投入面助長了公共服務落差以及角色衝

突，使資源不足困境更加棘手。而於應付行為上，本研究特別與相關研究

Harvey & Attwell（2022）呼應，其有別於過往基層官僚研究，其研究基層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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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外生性質（exogenous），有幾層值得吾人反思的啟示。其一，外生性即

相對於基層官僚專業領域之概念，有別於一般常任文官，因藉由直接互動以及

裁量權執行政策，使其必須面對有別於其專業的業務，即面對寬廣的業務範

圍，為資源不足以及業務量超載提供了另一層面的解釋原因。其二，在某種程

度上，面對不同的政策領域與專業知識是衝突的，其中包含職能的缺乏以及專

業倫理之衝突，Harvey 與 Attwell（2022）個案中機構業者面臨到的政策要求，

排除未施打疫苗的學童，亦與其教育專業倫理，保障學童教育權益與發展相

悖。上述外生性囊括了基層官僚本身業務的特性以及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的學理

定義，而可能致使不同型態的應付策略，可謂基層官僚在執行非例行性績效業

務的過程中，亦因此產生不同於例行性績效業務的行為以及影響。 

  至於結果面，當績效資訊落差隨著蜂擁而至的跨機關協助業務排擠、擴

大，恐怕承襲績效悖理的指標弱化過程，進而引發非預期行為，對組織策略達

成產生負面影響。本文並非追求事事納入績效指標，而是對現行警察績效制度

提出基於績效管理上的追究——有評量就等於有管理嗎？申言之，組織績效制

度應緊扣本身訂定之發展目標，績效「評量」不等於績效「管理」。本文以此

觀點檢視，警察行政協助浮濫之現象下，積極取締口罩、廚餘搜查所獲取的績

效，以目標導向意義觀之，未必對應警政治理目標，甚或是脫節的，可能落入

「有績效卻缺乏管理」的誤區。 

  本研究根據上述邏輯模型四大類績效資訊因果關聯，梳理相關基層官僚以

及績效管理概念，連結並詮釋基層官僚在面臨非例行性績效資訊可能所致不樂

見的管理效果，即人員的負面績效行為，相對的，學理上的目標校準則相對成

為難以企及的理想狀態，礙於微觀層面之實證對話空間有限，本文暫時未納入

概念架構中。 

  本文之研究主軸為警察人員作為基層官僚，在非例行性績效業務較多的制

度環境下，接連強化不同績效階段之績效行為，經由以上耙梳，本研究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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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所呈現，後續將於第四章呈現實證訪談之研究成果並且連結本研究之理

論架構。 

  

圖三- 2邏輯模型之基層官僚績效行為因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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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警察人員之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
效業務：實證與學理的對話 

第一節   實證訪談發現與分析 

  依照本文對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初步定義：「機關組織中，無明確列於年

度初始所訂定之計畫內」（張佳璇、胡龍騰，2018：12）為區分非例行性績效

業務以及例行性績效業務學理特徵，對應至我國警察人員實務，即為行政協助

業務，基於跨機關業務之本質，無訂於警政機關之業務當中，但在實務上成為

了警察人員之業務，且一定程度的干擾本業的推動，而現行國內外基層官僚研

究在如是的績效業務上討論付之闕如。是以，本文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獲取之

資訊，輔以前章節文獻分析架構呈現實證資訊同時與當前學理發展出的架構展

開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對話。惟需要釐清的是，在概念上，本研究並非試圖論證

所述概念為行政協助所生，而是其助長、強化了既有制度下之病象。以下分

述研究發現，回答本文在實務面的研究問題，即「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

業務可能引導基層官僚產生哪些負面績效行為？」。 

壹、行政協助以目標模糊性納入警察業務 

  民眾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都會想到警察（馮佩君，2015）。而實務上不僅

是民眾，行政機關也處處尋求警察的行政協助，時常僭越管轄恆定原則（洪俊

瑋等，2023）。根據本研究爬梳基層官僚相關理論，警察業務包山包海的現象

不但是我國警政文化、法規職權範圍定義廣泛所致，其與學理上的三個面向上

的目標模糊（goal ambiguity），即目標方向、評估以及排序之模糊性，與實證

訪談結果遙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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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模糊為行政協助之所以能夠透過法定程序成為警察業務扮演主要的前

因。定義上，目標的模糊性可說是「解釋的餘地」（Chun & Rainey, 2005: 5）。

換言之，只要行政協助的業務在方向上可以解釋為「促進」廣泛警政目標的達

成，即具有正當性。其任務由警政署原訂的四大任務擴充。 

「我們預先指派的部分都是警政署的部分。警政署原本我們規定了四

大任務，12  這只是我們單純我們的業務，可是我們警政署會去擴充我

們所謂的任務。可能今天非洲豬瘟起來，我們要跟著派出所，跟著衛

生局，我們要四處去看人家廚餘桶裡面有沒有其他豬肉、囤貨那些。

這些原本就不是我們業務。在接下來逃逸外勞部分這也是屬於專勤隊

的任務，現在也變成是我們業務。…我們警察無所不能什麼都管，千

手觀音。工作項目本身就是很廣泛的。…當這件事情（行政協助）可

以跟治安或是犯罪這些連結，很直觀（長官）會覺得就有一點正當性

去做這件事情。（受訪者 D）」 

  進而，警察是一體的，即便警察制度上有專業分工，例如分有行政、交

通、刑事警察，即便行政警察為行政協助業務執行的大宗，行政協助所帶來的

業務擴充不僅是對於特定類科，不同類科以及組織層級的警察人員受到不同類

型與程度的影響。相較於行政警察，交通警察以及刑事警察之業務相對具體，

因此在目標方向上相對清晰。而受訪者也指出行政協助作為與民眾接觸的業

務，仍以派出所的行政警察為主。至於分局以及刑事局的刑事警察則非主要承

辦者，惟分局層級的刑事警察因行政協助蒐證需求需要後續到場，成為實務上

的「第二線」，協助偵查蒐證，而刑事局因無刑事責任區之管轄範圍劃分，較

無行政協助業務。 

 

12   根據《警察法》第二條，警察四大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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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口罩這一種，因為行政比較是派出所他們可能會去遇到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刑事都真的比較就是著重在刑案的偵辦。（受訪者 E）」 

「通常是民眾的需求才會過來找我們這樣子，不會有到我們主動去找

民眾。而且再加上分局有轄區要顧。所以你要去顧及你的轄區，但是

刑事局是沒有轄區的。（受訪者 F）」 

	 	 承接以上對於目標方向模糊的詮釋，警察人員在多元而龐雜的業務之中，

之所以有容納行政協助的空間，也同時基於目標排序上的模糊提供了安排行政

協助業務的解釋餘地。即便是在承平時期，警察勤務本身即具有緊急性，而在

實務上警察勤務也以緊急性作為排序的主要判準。 

「我們的業務單位或者是我們的狀況面對分局長，我們是中隊長。他

們比較希望我們去哪裡做規劃，他們就會一個喊下來，然後要依序處

理。決定排序的標準，應該還是先看緊急跟對人民權益影響的大小來

做決定。（受訪者 C）」 

  然而，警察作為基層官僚的角色，深受媒體輿論以及政治等外部壓力影

響，在行政協助的業務上，資源分配、處理業務排序的準則時常是以議題壓力

為主導驅力，受訪者認為民眾對於警察角色的期待、來自長官、民代壓力、升

遷動機，成為行政協助業務之所以會被「承攬」的知覺因素（Botti & Monda, 

2019）。行政協助由於基層官僚在目標排序上的模糊，在優先次序上較為受到

重視。 

「非例行我覺得大部分都跟民眾有關。像最近我們防疫，其實防疫這

個工作跟警察其實也沒什麼關係，但是還是叫警察去做…我覺得有時

候就是整個社會的環境也有可能會增加警察的負擔，就是整個社會都

會警察這個角色的期待。（受訪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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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民眾的關係是透過議員再去掌管地方官員，透過地方官員去反

應。……服務態度不算是績效，但是會間接對我們造成壓力（受訪者

B）」 

  目標排序的模糊性使業務目標排序上留有解釋餘地，然警察人員處理行政

協助業務的同時必須在諸多勤務、受理報案、辦案等業務當中取捨輕緩急，又

因為警察工作本身的緊急性，衝突顯而易見，行政協助與其他業務之間的取

捨，在緊急情況下則仰賴警察人員本身的專業素養，與過去研究 Evans（2011）

對於基層官僚專業知識角色之重視呼應。同時，吾人亦可見行政協助對於警察

其他業務造成實際上的擠壓，面對多重績效業務的壓力下，警察基於自身專業

認知的判斷，在有限的空間下優先排序。 

「比如說你從只有發生車禍，跟有人沒戴口罩，可能我們就應該會優

先去處理車禍這一塊。但是如果有人說，有人沒戴口罩然後他們快要

打起來，但是我們可能就會先去處理他們快打起來這一塊。就是要盡

量減少整個財產或者是身體損失到最小的狀態。這是我們自己要去衡

量的，因為案件同時進來，你就自己要去衡量說哪一個是相對會比較

嚴重的。（受訪者 C）」 

  目標模糊也體現在警察人員處理行政協助業務現場當中。以大型活動宮廟

遶境之行政協助業務為例，警方之任務目標為維護現場秩序，防止動亂、鬥毆

等情事，然而請警方以行政協助到場是否能夠促進該目標的達成卻是有模糊的

詮釋空間。受訪者即表示，現場僅能以記錄畫面的方式避免忽略動亂，實質上

卻未能幫助秩序維持，而是消極地等發生後再勸阻。以基層人員的觀點，行政

協助業務的安排不以有助於目標達成作為請求警察機關協助之準則，反而是基

於警察為較接近地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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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也不關他們的事情，但是畢竟派出所就是一個大家最容易遇

到警察的一個地方，就是人力也比較，也不能說充足，但他就是比較

接近地方。（受訪者 D）」 

「就是說應該說所有可能會有打架的情況，他們都會去，就是例如說

遶境我們都要去，為什麼會打架，而且就是拿個V8拍，就是開始避免

他打架也沒有發現。（受訪者 G）」 

貳、行政協助加重資源不足 

	 	 行政協助作為非在組織年度計畫內之業務，常與重大事件相關。同時，在

專案績效等例行性績效業務之重視之下，我國警察面對的要求日益增多，可與

公共服務落差擴大的當代治理現況呼應（Brodkin, 2012; Hupe & Buffat, 2014）。

而本研究在資源不足的層面呈現出由下而上的資源排擠，警察作為與民眾接觸

的基層官僚機關，是最容易被檢討的政府機關之一。整體而言，資源的不足在

刑案受理等例行性績效業務抑或是路燈檢查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皆有實證上

的回應，主要對應 Masood 與 Nisar（2022）指出的人力及制度層面之資源不

足。以下先就大馬女學生遇害事件為例，此基於重大事件引發的路燈檢查之行

政協助擠壓警察之本業，加重原有的人力不足困境。 

	 	 在大馬女學生遇害事件之後，輿論質疑事發夜晚路燈不亮為發生憾事之因

素之一，因此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推出路燈檢查的行政協助業務，產生「路燈警

察」一說，甚至因議題在風頭浪尖，查到路燈不亮的員警可記獎。然而，主政

機關工務局反而隱身其後，成為警察「公親變事主」的實例之一。 

「辦這個不單純是警察工作，而是整個城市的經營的方法跟政策。所

以那他應該要回歸到，那路燈是誰負責的？那大概是可能工務局或

是…這也不是警察一個人的鍋這樣子。（受訪者 G）」 



doi:10.6342/NTU202303225

 
58 

	 	 本文之焦點雖置於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以及資訊，然例行性的績效業務作為

人員之主要業務，在對於基層官僚績效行為之影響上，對於警察機關作為基層

官僚機關，回應性相對重要，例行性以及非例行性業務之界線是模糊的，甚至

在重大議題之下，非例行性與例行性績效業務如影隨形，排擠有限的工作資

源。例如，在例行性績效業務—案件受理上，警察業務因大馬案加重，而在時

間與人力有限的條件下，不同組織階層同時受到行政協助以及專案等例行性業

務的排擠。派出所基層員警在受理報案的服務上直接面臨受理案件負荷加重。

在大馬事件後，因輿論質疑當時員警「吃案」，即便以基層人員視角，當時缺

乏辦案要件，但輿論以及民意的壓力在第一線影響甚鉅，而後警方被要求今後

所有民眾報案皆得受理。13  以公共服務落差概念觀之，實務上的警政資源面臨

水漲船高的報案需求，可謂供不應求（Hupe & Buffat, 2014）。員警必須在有限

的時間、人力等資源面對民眾需求，在社會壓力、長官要求之下不得不全盤接

收。實務上，有駐於派出所的受訪者指出，不管是不是可以成案的案件，即便

會耗費員警大量時間，基於民眾本身權益考量，皆會盡力協助處理，作為基層

官僚機關，為民服務在工作資源充足的情況下，人員會出於專業倫理傾力相

助。然而，到了案件以及績效壓力較大的分局層級，案件的績效壓力使人員避

之唯恐不及，在主觀以及客觀的資源不足層面感受皆相當明顯，呼應 Thomann

（2015）對於感知資源不足的重視。 

	 	 刑事案件成案後即開始計算陳報上級時間，對於員警而言是莫大的時間壓

力，而這樣的壓力從基層派出所向上延伸至分局偵查隊。換言之，警方本業的

績效壓力有跨組織層級的影響。 

 

13  實務上，員警會在受理案件的實務程序上初步判斷能否成案，而在人物證不足的情況下無法

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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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調查可能要花 23 個小時，又或者 22 小時。那我今天製作你

筆錄，製作筆錄可能要花多久時間，報案時間就等於我們開始計算

了。…24小時要陳報上級。我們不用休息嗎？（受訪者 D）」 

  在警察本業工作量水漲船高的同時，行政協助業務更是助長資源不足的困

窘，壓迫既有警察業務。使制度上分秒必爭的辦案、蒐證時間被行政協助排

擠，應然與實然上都招致實務人員的反彈。於刑事警察的觀點而言，行政協助

等於是對其本業的阻礙。 

「我每天公文就是這樣進來，我每天要十幾件處理完，今天我為了要

去處理你的行政協助，要兩三個小時，甚至是我這四個小時全部去處

理行政協助的事情，那我只剩下八個小時，有辦法去處理完那些公

文，時間上絕對有排擠的作用，因為行政協助，還沒辦法反應在你任

何績效上，完全沒辦法。（受訪者 D）」 

  同樣地，行政協助對於警方之資源擠壓效果亦從基層派出所延伸至分局以

及刑事局。在派出所層級，員警的核心工作被認為是受理民眾案件以及勤務，

但受到行政協助的次序擠壓。進而，分局層級在大馬案件後面臨派出所層級全

盤接收，第一線在處理案件上難以分擔業務量，且需要面臨行政協助到場協助

蒐證之工作，排擠本身辦案以及處理具時效性的業務公文時間。最後，刑事局

則是間接在與分局偵查隊合辦大型案件時感受到分局被層層的刑案績效壓力、

行政協助擠壓，配合上越顯吃力，進而影響辦案進度以及人力分配。 

「我們的核心的工作其實是處理案件。核心工作應該先是受理案件

後，報案跟處理民眾問題。…但是我們先後次序有一點，所以真的是

有排擠的效果，而且是以民眾為中心也是去排擠到他的資源。（受訪

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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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沒的行政協助搞到最後變成說大家無所適從，因為太多明明就

不關我們事情的案件一直硬塞進來，導致說我們不知道怎麼去做這些

事情，然後壓縮到我們原本該做的那些業務。（受訪者 D）」 

「那有可能今天在合辦這個案件的時候，可能辦到中間的時候，結果

中間後來一個人說，今天是安居（專案）這樣…你不得不去，你就是

要去 focus在這一塊，那你這一塊可能就進度可能就會稍微落後了。通

常這個會發生在分局這個階層…因為已經是常態了，所以我們不會去

講說什麼，我們知道他們有他們自己績效的壓力。（受訪者 F）」 

	 	 在人力資源不足的議題上，當中特別的是，派出所層級更因為同時面臨專

案績效壓力，以安排「專案人員」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應付人力不足又要達到績

效要求之困境。而在人員之認知下，派出所之本業應該是勤務而非辦案。此專

案人力的現象並非單純警政署本身專案的問題，而是整體警察人員業務上，承

攬行政協助排擠本業所付出的代價。為了應付績效指標要求的專案人力無法分

擔勤務工作，導致既有警力在行政協助湧入的同時無法獲得適當的人力支援。 

「它有點像是特別為了那些指標，再去安插一些人進來。…雖然現況

的派出所會辦案但其實派出所應該就是勤務為主。…如果派出所本身

根本不要求這種績效的話，他完全可以回歸說，大家就是值班備勤巡

邏守望，就是大家一起做。但是就是因為現在派出所不到績效的時

候，就是需要把一些人卡進來，因為他們要做這件事情，但是他們就

會排擠到原本的資源。（受訪者 G）」 

  除了人力的不足，制度的不足亦為警察人員執行業務當中的阻礙。以宮廟

遶境之行政協助業務為例，受訪者表示，主政機關應在前端制度上先有相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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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例如掌管宮廟資源分配的民政機關先行介入後，人員發現行政協助的

維護秩序效果才得以發揮。 

「這幾年市府那邊有開始跟各宮廟說那個繞境要怎樣，不然行政上也

是有對宮廟的管考或補助之類。他們就是如果出事情的話那可能管考

的評價就比較低。其實就是會發現說以前我們繞境，然後就警察要負

責。可是當其他的部會開始加進來的時候，其實就會發現他們這樣做

效果比較好。你已經跟負責人這樣講了，他們一定會比較認真的管

理，因為會影響他們的資源分配。（受訪者 G）」 

  將本研究當前實證結果與先前研究對於基層官僚資源不足之人力、制度、

物質資源面向對照，以我國警察人員執行行政協助業務為案例觀之，在人力與

制度面的資源不足較為明顯。進而，制度面的不足則受制於警察為執法人員，

較難以透過政策即興（policy improvisation）的方式彈性運用規則（Campos & 

Peeters, 2022），而是被動的運用規則。這與警政教育重視服從的專業文化相

關。 

「因為我們警察一體，其實我們就連在學校的時候，他都是教導你要

服從。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是因為可能大家腦袋僵化，就是會習慣在

這種模式下去做事情。（受訪者 E）」 

參、行政協助助長政策異化 

  警察人員執行業務的過程中面臨認知上的異化以及行為應付之議題。根據

本文對於過往文獻之綜整，針對政策專業人員以及其工作之間的心理認知疏離

能以政策異化之概念詮釋，其中可進一步分為政策無意義感、政策無力感以及

角色衝突（Tummers et al., 2009）。 

  至此，本研究已經在前揭段落詳實描繪我國警察人員在目標模糊廣泛以及

資源不足之困境下面對行政協助，確實存在工作資源上的擠壓。同理，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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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概念並非意指行政協助先行於現存其他警政績效業務，而是其作為非例行性

績效業務，與既存業務之擠壓關係，助長了警察人員作為基層官僚之不樂見後

果。事實上，單就政策異化而言，既存之例行性績效業務已經產生此現象，例

如，人員對於菜價調查業務所產生之無意義感以及政策—專業衝突，政策要求

員警至菜市場調查菜價，為的是應付哄抬菜價之政策問題，但員警在專業執行

面上無法達成該政策之要求。同樣地，在家戶訪查業務上，也因無法達到績效

管考要求，因受訪查者為有案底的民眾，出獄後多數人想展開新生活而不願接

受查訪，而家戶訪查是非強制性的勤務，長官期待加上員警在績效壓力下的無

力感使員警以資料造假應付之，為概念上的組織—專業衝突，追求量化績效表

現以及人員行為衝突所致。 

「查菜價為什麼大家不喜歡，因為大家不知道，連它幹嘛要不知道，

不用做就知道它是一個無效的東西。（受訪者 G）」 

  而對於行政協助本身的無意義感可以從前述目標模糊的論述延伸，員警早

就投入面對於行政協助的產生認知為基於高層攬功的觀點出發（受訪者 B），

本身就與業務意義產生疏離，而行政協助公親變事主，主政機關缺席的常態更

是助長警察人員之相對剝奪感，加深其與業務意義之疏離。 

「其實一直以來就有很多這樣的事情，只是最近疫情這種事情跟我們

平常做的事情落差太大，所以大家會比較明顯地感受到為什麼這種事

我們警察要去做。其實一直以來，有很多事情都是很莫名其妙的行政

協助，明明我們不是主體，假如一個東西我們根本就不是負責人，但

是我們去了，我們就會變成是主要要負責的那群人，也不知道為什

麼，因為通常主事者也不在這樣。（受訪者 E）」 

  政策異化概念當中的政策無力感的概念著重人員對於策略之控制感

（Tummers, 2012）。在高度重視服從的警政制度與文化中，派出所行政警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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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安排下面臨政策無力感以及組織—專業衝突。例如，派出所行政警察人員

日常工作中，有些組織差勤表彈性較小，能夠自主執行業務之彈性有限。 

「我們的工作順序原則上不是我們可以決定，就是我們的業務單位或

者是我們的狀況面對分局長，我們是中隊長。他們比較希望我們去哪

裡做規劃，他們就會一個喊下來，然後要依據。所以其實你們在這方

面就是不太能去決定你要先處理哪件事情，是長官決定的。（受訪者

C）」 

  對於刑事警察而言，由於職務劃分其在行政協助業務當中僅扮演蒐證角

色，其政策異化的認知狀態混雜政策無意義感、無力感以及角色衝突。 

「我們有限定我們的職權是什麼，我們只能做什麼事情。但其實很吊

詭啊，就是像剛剛提到，就是只能蒐證，所以我們就一直只能站在那

邊看，然後壓縮我們辦案時間。（受訪者 D）」 

  另外，特定行政協助業務的政策目標也許是被認同的，然其手段卻違反人

員的專業認知，例如受訪者對於宮廟遶境管制之行政協助業務中，雖然警方協

助維持秩序是必要的，但實際上警方在現場的幫助相當有限。然而，員警出勤

卻僅能「事後補救」，使管制活動之業務本身成為一件失去掌控感的績效業務，

回應概念上的組織—專業衝突以及無意義感（Tummers , 2012; 2017）。 

「我們預防比較難，明明可以在更前端出現的東西，但是我們等於是

在很後端，你也沒有空間做預防，因為它已經發生。其實主責機關要

有自己的政策工具，然後再請警察協助。就是我們進來是有點是再度

強化，就是已經有東西我們在把它強化，可是如果這個沒有的話就會

變成不然其實警察也沒什麼用。（受訪者 G）」 

「我們頂多就是說，打架我們就要逮捕。但是如果你績效管理而言，

這個就是出事，然後警察逮捕可能是一個產出，但是就是變成他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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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個很虛無飄渺的目標，就會變成...你沒有辦法讓它不發生。

（受訪者 G）」 

肆、行政協助助長負面應付行為 
14 

  依據 Tummers 等人（2015）以及 Harvey 與 Attwell（2022）對於基層官僚

應付行為的分類與發現，負面的應付行為乃自有限的工作資源下的行為應付。

其中，疏離顧客的負面行為有例行化提供服務（routinizing）以及限額提供服務

（rationing）。敵對顧客的應付行為則有固守陳規（rigid rule-following）以及攻

擊行為（aggression）。而 Tummers 等人（2015）對應基層官僚人員類型以及應

付行為分類，指出執法型的基層官僚較傾向使用敵對顧客的應付方式。 

  以我國警察人員整體而言因長官在管理上強調為民服務態度，員警在執行

業務過程中傾向自保、責難趨避，例如與民眾接觸時開啟密錄器以便遭到投訴

時握有證據，成為我國警察人員的生存策略，對於「服務態度」的要求不至於

引發負面的應付行為。 

「比如說我們在跟民眾接觸，我們就是一定要開密錄器。因為如果你

可能不是正式要接的案子，可是會影響到民眾的觀感，就是會牽扯到

服務態度的問題。就搞得很像我們很像餐廳裡面的服務生嘛。（受訪

者 C）」 

當行政協助業務具有緊急性，更是會直接影響員警處理案件之互動過程，例如

處理案件遭到中斷。 

 

14  以下本文之實證資料之應付行為主要發生於例行性績效業務，但難謂行政協助在前揭各階段

帶來之負面影響與應付行為毫無關聯。在整體績效制度之壓力下，受訪者皆曾指出行政協助

為警察人員帶來的資源排擠在績效制度下導引下使其對於警察工作滿意度下降，然在過去實

證上的政策異化以及應付行為之間的關聯亦未有直接的因果實證，特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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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處理（案件）到一半突然就被叫去行政協助所以確實是有點

難兼顧。（受訪者 A）」 

  即便如此，對績效達標的重視同時影響警民之間的互動。比較直觀的情況

發生在例行性績效業務上，因為受到行政協助業務的時間人力資擠壓，引發不

利於民眾之應付行為，例如前揭提到大馬事件後，對於民眾報案需要全盤受

理，以受理案件之例行性業務而言，其與 Tummers 等人（2015）所類型化的限

額服務正好相悖，甚至在為民服務的提倡下，服務量擴大。然而，績效壓力下

員警辦案件數被迫增長，面對數量與品質的雙重壓力。例如，例行性業務之中

的警政署專案，規劃特定時程與案件類型的績效產出，反而引導員警在績效壓

力下為了在特定時程拿到加權的功獎數而「養案」、「拖案」，延遲被害民眾

權益獲得伸張的時間。其對應理論，為例行化提供服務（routinizing）的疏離顧

客應付行為。 

「假設我們下半年有一個專案，然後大家可能上半年。假設下半年要

有一個槍炮，就是你可能要查到非法持有槍支這類的案件，但大家就

會開始養案子。養案子就是說可能我上半年就大概知道我有這條線，

可是我不會在上半年的時候就把它破掉，因為下半年才要這個東西，

那我下半年再破，一來有績效二來我可以算分數。（受訪者 E）」 

「我為了破案率，我可能就會把這些案件壓著。我只要在期限內，我

幫忙這個案件交出去就好。（受訪者 D）」 

  但應付行為當中的例行化以及限額服務體現在刑案的辦理過程中，同樣是

迫於人力與制度時間上的壓力。實證訪談上發現，在「辦案品質」以及「延伸

案件」直接與負面的應付行為相應，且皆衍生自時間與人力的工作資源排擠。 

  在派出所受理案件增長、人力不足以辦案的困窘下，分局刑事警察面臨更

多需要「過濾」不成案的案件，以及需蒐集更完整的證據之案件。根據實證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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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辦案品質的關鍵在於事證的完整度，當證據越完整，嫌犯能夠辯駁、脫罪

的機會就越小。然而，由於刑事案件辦理的時間緊迫，二十四小時之內應陳報

上級，因此為了在期間內送到檢方辦理而犧牲辦案品質是實務上的無奈之舉。 

「（刑案辦案品質）差別就是在於說你對這個案件的熟識程度到哪

裡，影響到你那個嫌疑的人有沒有辦法脫罪。我今天八九十分的品

質，代表說我已經把你這個罪證已經壓得很死了，你幾乎沒有辦法去

反駁，去辯稱說你不是你做的。（受訪者 D）」 

「因為說實在的，今天檢察官覺得你這五六十分真的會被他脫罪，開

完庭之後發現真的會被他脫罪，然後又發文叫我們去辦這件事情…那

我們才會去把這個案件辦到八九十分。對，要不然說實在我們五六十

分就丟出去，能結束就結束，就變成這樣。時間真的是太緊迫了。

（受訪者 D）」 

  以此現象與學理類型化現象對話，會發現服務的「限額」並非案件數量，

而是品質。同時，此困境也對於人員基於專業知能，對於有利於民眾之行為產

生干擾。受訪者坦言，對民眾權益較有幫助的辦案方式是延伸既有案件，找出

更多被脅迫、無法發聲的被害人，替其伸張正義，而延伸案件在時間與人力有

限的情況下，愈發困難。 

「我們之前還不用辦那麼多案件的時候，比如受理民事案件的時候，

確實是我們會去找更多被害人出來。因為有一些被害人可能是被威脅

或者是其他因素被騙…所以他們會選擇說，我寧願損失這些錢，所以

我不選擇要報案…那我們會去告知他們…然後去把他移送掉…真的才是

對被害人有幫助的。現在我變成說我根本就沒時間去找隱藏的被害人

了。我光我現在手上的案件我就快清不完。（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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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類應付行為，與前述大馬案件遭受「吃案」的質疑同樣也是迫於制

度下時間不足所致的應付行為之一，對應敵對顧客類型當中的固守陳規（rigid 

rule following）。 

「一開下去重大刑案是四個小時，你覺得有可能在四個小時內辦完

嗎？…我們去哪裡調那些資料啊？…我們根本沒辦法去做確認說這一件

到底是不是重大刑案，因為我們不確定他是有沒有謊報的嫌疑。（受

訪者 D）」 

  整體而言，應付行為主要發生在對於業務優先順序較有自主性但時間壓力

也較沈重的分局層級刑事警察身上，受到來自派出所層級行政協助業務的的湧

入，擠壓業務公文工作負荷，排擠刑事案件的辦案品質，有損被害民眾權益。

而在績效制度上，刑案品質好壞甚至是能不能使嫌疑人脫罪，制度上不影響刑

事警察的破案率等績效要求，成為制度上的弔詭。 

「就算他最後真的是脫罪了，那會影響到績效嗎？不會啊，說實在不

會啊，只是關乎到有沒有辦法就是被去平反那個被害人的權益。（受

訪者 D）」 

伍、行政協助助長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之忽視 

  Kroll（2013）喚起吾人對於非正式考評內績效資訊，即非例行性績效資訊

之重視，指稱主管據以考評人員績效之依據尚有口語、質性的觀察與回饋，建

構主管考評績效的基礎。非例行性績效資訊是相較豐富的績效資訊，有時更考

驗人員多元的職能。以我國警察人員行政協助作為個案，亦能觀察到人員在面

對行政協助時需要跨越本身專業，學習外部知識（Wang et al., 2014）。例如，

本文受訪者指出在支援世大運活動時員警需要學習如何操作安檢儀器，而機關

未考量到此業務實際上為航警局人員較為熟悉，顯示出行政協助業務未適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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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照人元專業分配業務。而要能夠被分配到有關專長的業務端視長官對人

員的熟悉程度。 

「像是我們到世大運現場還要重新學 X 光機，安檢機器怎麼用，其實

航警局的本身就會…我自己是外語能力比較好，所以比較容易被派去

支援相關的行政協助業務，但是還是一樣是看運氣，看長官的了解程

度。（受訪者 A）」 

  然而本研究過果與過去研究呼應，非例行性業務亦因難以監測，相對是被

忽略（Seabright, 2000）。在行政協助的績效考評上，若回歸到有限理性的人性

觀點，考績謬誤確實存在且不可避免，但實務上的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以及例行

性績效資訊互動隨人員所屬類科不同，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因行政警察與刑

事警察專業劃分，行政協助對於行政警察而言有嘉獎、獎勵金的誘因效果，然

刑事警察卻無獎勵，迫於滿足業務正當性之需求到場協助蒐證，卻無績效上的

回饋，一樣業務兩樣情。至此，本文立場並非指陳應打破職務劃分的疆界，或

是給予刑事警察同等的制度誘因，僅希望透過描述此現象與前述資源擠壓刑案

辦案品質等過程績效對話，反思人員的辛勞應以如何的形式回饋。若對應學理

概念，行政協助作為非警察機關規劃中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卻同時作為行政

警察之例行性績效資訊以及刑事警察之非例行性績效資訊。而兩方皆有各自隱

患。 

「嘉獎的制度，就是跟行政警察不一樣。我們有職權劃分。我今天去

做行政警察，是完全不會計任何嘉獎。我們等於是做白工。所以我們

根本就不肯去做那些事情。（受訪者 D）」 

  例行性績效資訊在重視量化績效的警政管理文化當中被過度強調，而相對

忽視非例行性績效資訊。舉例而言，警察個人績效以年度考績等第以及資績計

分所構成。行政警察業務中，可被量化管考的行政協助業務，例如參與大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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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管制、查緝口罩等業務能夠透過記獎的方式呈現在資績計分上。相對地，

被視為警察本業的受理案件業務，卻因為單純受理若非破案無法呈現在績效

上，產生因為偏好例行性績效資訊產生的制度性引導效果。 

  非例行性績效資訊在警察文化中則代表主管主觀偏好的呈現。根據實證訪

談結果，追求資績計分背後的含義代表的是，個人對於主管考評行為不可控，

而在主管與員警相處、觀察不深，非例行性績效資訊的掌握不足時，量化資訊

相對具有正當性。平時表現的解釋餘地寬廣，受訪者紛紛表示對於現行考評制

度的不信任以及無力感，甚至直指組織以「抽籤」決定考績結果。 

「嘉獎是你可以可掌握的事情。對於考績，你沒有辦法（掌握）。…

因為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有考績（甲等），所以就一定要有犧牲者，

那這就是看主管，主管覺得喜不喜歡你才是最重要的。（受訪者

E）」 

「如果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惹所長不開心，他不會說是看你考績的來

決定，還有看你平時表現什麼的。（受訪者 B）」 

  進而討論行政協助業務當中的優渥獎勵，對於基層人員而言深具吸引力的

現象不僅在於執行難度較低，背後還引出平時績效資訊沒有機會真實呈現的落

差，行政協助反而成為一個「補償」績效落差的良機。而「口罩巡佐」、「路

燈巡佐」的現象在實務上是確實存在，但端看個人對於警察本業的認知如何，

是否認同行政協助具有正當性，符合警察的職責。以理性自利的觀點而言，行

政協助的誘因機制符合人性，但相對就同儕之間的競爭關係，也加深了優渥獎

勵助長偏離本業的行為，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回應學理上的衡平理論

（Pritchard,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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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個行政協助，疫情的關係，我們就是要去抓沒有戴口罩的，

警察局又給了這樣的行政協助一個很優渥的獎勵。…如果你今天是基

層的員警，你平常這麼辛苦也不一定有這種高的獎勵，那趁這個機

會，當然會想要去爭取這個獎勵，在這個可能隨時會結束的獎勵期

間，趕快去賺嘉獎數。（受訪者 D）」 

「你看到你隔壁的嘉獎領那麼多，但是他都在做一些偏門的事，就是

可能比較不務正業也是跟你一直做，比如說你一直受理案件，但是你

永遠都計不到嘉獎，就是會有不公平的感覺。（受訪者 C）」 

陸、行政協助助長績效悖理 

  績效悖理定義為實際績效與績效指標之間的弱相關。本文以行政協助對應

不在組織年度計畫之內的績效業務，自然也沒有所謂行政協助本身的績效指

標。前述提到口罩查緝、搜查廚餘、路燈檢查、大型活動管制等等行政協助業

務在獎勵上做法不一。誠如本文在本章第一部分，目標模糊的內容中所陳述，

大眾輿論、議題性以及長官備詢壓力等形成行政協助成為警察業務之背景，而

就疫情當下，口罩查緝之業務之所以具有優渥獎勵，也基於議題的顯著性與急

迫性，行政協助業務之獎勵機制並非均質。對於承辦行政業務未得到相應的績

效獎勵，基層員警的工作熱忱逐年消磨。對應績效悖理四階段之過程，行政協

助業務既無法獎優，也無法汰劣，使績效制度逐漸失去鑑別度（Meyer, 1993; 

Meyer & Gupta, 1994; van Thiel & Leeuw, 2002; Frost & Brockmann, 2014）。 

「我去做跟警察本身業務相關的事情，跟無關的事情，他呈現在我的

績效上面是看不太出來差別。（受訪者 C）」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基層員警都這樣，會覺得做了那麼多不相干的事

情，但是到最後你什麼都沒有。假設說你只有一年的話就算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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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一年都會遇到不一樣的事情（行政協助），像是今年的疫情，每

一年這樣下去，基層想要做事情的動力都會漸漸消去。（受訪者

A）」 

「現在大家會做這份工作，第一個是熱忱，第二個就是薪水穩定，就

這樣。熱誠真的會被我們的工作磨損掉，就是我們的行政協助，然後

再加上我們的績效（制度），剩下最後一個支撐點是什麼？薪水穩

定，就這樣而已。（受訪者 D）」 

  因而，本研究立意也未指稱行政協助自身作為一種績效業務，導致了警察

人員績效悖理的發生，而是和既有的其他業務、績效制度相互影響進而加深了

既有病徵，抑或是凸顯原本未被重視的問題。 

  就整體警政績效制度原生議題而言，已經可見過於重視量化績效所生的組

織病象與偏差行為（Tummers et al., 2009），績效目標的設定不合理，迫使人員

捏造假資料（受訪者 E），以及前述提及績效專案衍生的養案、削弱刑案品質

（受訪者 D）。績效悖理可謂前述所有現象之加總結果，個人以及組織績效皆

與績效指標脫鉤。就蘇偉業（2009）的類型化，「口罩巡佐」對應「唯利是

圖」以及「捨難取易」；「捏造假資料」對應「弄虛作假」；專注在量化指標

可衡量的業務能夠「隱惡揚善」。進一步言之，本研究觀察到，專業—政策衝

突以及組織—專業衝突在警界實務上經常上演，並且助長績效悖理的發生。因

為，對於人員專業而言，民眾權益遠比帳面績效來得重要，而當組織的績效需

求以及專業認知當中「警察該做的事」脫鉤，則會削弱員警工作的動機，基層

人員在民眾權益、績效要求以及專業認知之間來回拉扯。受訪者不約而同指出

現行績效制度已經和其專業認知疏離，即便嘉獎數量很高也不見得保證獲得主

管的青睞而拿到期望考績，考績謬誤成為常態之下，只要獲得長官認同，即便

「不做事」也可以拿甲，而當人員正逢高誘因的行政協助業務橫空出世，理性

自利在制度環境下成為較優選擇，劣幣逐良幣。 



doi:10.6342/NTU202303225

 
72 

「今天我是刑事人員，我辦一件案子，然後我蒐證然後就是去請票，

去現場抓，我花了這麼長時間去佈線，破了這案子，可能這樣可能拿

個兩三支嘉獎還是什麼，但是你光那個口罩，你只要抓一個人，你就

有一支嘉獎。CP值高很多嘛。（受訪者 D）」 

「我可以跟你說考績跟那個嘉獎百分之百絕對是沒有關聯。（受訪者

E）」 

  實際上，本文以基層官僚學理與實務對話之目的出發，根據本文之發現，

績效悖理所談論的不只涵蓋指標與實際績效的相關度，以基層官僚的視角，亦

牽涉專業人員以及職業倫理的認知衝突。在此部分，本文呈現績效制度背後的

長官意志與社會壓力、人員專業倫理以及案主權益，三者之間的張力在績效制

度的要求下，構築了最後績效悖理的結果，即績效制度流於形式。 

第二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針對本章第一節對實證訪談結果之呈現以及詮釋以及與概念之間的

連結綜觀討論。本文在實證面的研究問題為「行政協助如何助長警察人員之目

標錯置或其他負面行為？」，而根據實證資料，整體而言行政協助作為一種組

織策略規劃外的外來績效業務，確實對警察人員之日常工作有著不同層面的影

響。以下就本研究之架構層層討論。 

  在投入面，目標模糊的三個子概念，包含目標的方向性、排序以及評估的

模糊性皆可見行政協助因警察職權以及行政協助解釋空間廣大，透過制度規範

成為警察的業務，與基層官僚之目標模糊特性呼應。目標方向的模糊使「千手

觀音」承攬許多行政協助業務。接續，目標排序的模糊初步呈現了行政協助在

成為警察工作一環的同時混淆既有的例行性績效業務優先次序，如是的現象從

警察工作原生特性而來，「緊急性」本就作為警察工作中排定優先順序的判

準，同時當行政協助業務具有時效性，如疫情嚴峻時口罩管制政策為風頭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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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雖然本質上非警政任務的重心，業務緊急性使其成為基層的重心。而

警力不足的困境更是直接受到行政協助業務的資源排擠，呼應架構上的人力不

足，以及因行政協助牽涉跨機關管轄權之政策，制度的缺乏也再投入面的資源

不足上被體現。 

  過程面上，本文前述依序呈現了員警在執行既有例行性績效業務以及非例

行性績效業務當中的政策異化以及因應行為。誠如本文試圖說明的，基層官僚

行為並非單就非例行性績效業務所生，其作為相對於例行性績效業務的績效業

務類別，認知與行為在員警身處的制度環境之下形塑，故本文有一部分的研究

發現提及例行性績效業務，然而例行性績效業務，如菜價調查、至案顧慮人口

之訪查、案件受理與辦理等業務，作為警察人員工作之日常，確實受到行政協

助業務帶來的資源擠壓，導致既有病象之惡化，在刑事案件的品質上，受訪者

對於案件品質以及時間之間的直接因果關聯已有清楚地陳述。分就概念討論，

在認知層面的政策異化上，警政文化的高度服從文化以及執法工作體制僵固皆

可回應警察體制當中，基層員警對於業務的控制感本就不高，長官重視業務的

程度影響員警主要該從事何種業務；而行政協助偏離警政專業更是削弱其工作

意義感的業務類型；角色衝突在行政協助業務當眾更是顯而易見，受訪者皆稱

許多業務不應該請警察來做，使其淪為「免費保全」、「工具人」，且如查緝

餿水之行政協助工作更是牽涉食安專業，不論是角色認知上以及執行專業上街

缺乏員警認同，角色衝突在組織管理、政策以及專業之中的張力為行政協助業

務作為外來業務最為彰顯的政策異化面向。 

  在行為層面之應付行為，Tummers 等人（2015）指出執法類型的基層官僚

傾向做出負面應付行為。而本研究以我國警察人員作為個案，部分呼應該研

究，發現在行政協助業務所造成的資源擠壓之下，例行化提供服務的應付行為

可以部分減緩工作量，例如刑事警察在業務量上可負荷時，可以利用時間延伸

案件，維護更多被害人的權益，但在行政協助助長業務負擔之下，該使用「個

人資源」之親顧客行為無法維持，僅能以既有資源標準化提供服務，至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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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罪證不足，則構成行政協助的代價，同時，在大馬事件發生後警察被迫全

盤接受所有的民眾報案，其實對應限額提供服務以及固守陳規，乃迫於時間、

人力不足之下的應付行為。而 Tummers（2017）延伸指出基層官僚的應付行為

會和主管之偏好核對，強化或是削弱特定的裁量行為，藉此影響基層官僚的績

效，這點在我國警政文化中，卻在 KPI 為王的績效管理主流下隱身，至少本文

個案當中，員警重視高服從性的文化鮮少提及與主管之間的雙向交流，僅停留

在單向的，當所屬機關較強調特定業務，或者是特定專案、重大事件下，員警

會被鼓勵產出相對的績效。 

  在產出面，本文以 Kroll（2013）提出的例行與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作為分

野，討論兩者之間的績效落差在我國警察行政協助業務湧入之下在不同類科的

警察人員績效資訊呈現有所落差，主要是由於行政警察以及刑事警察之職務劃

分，行政協助業務可以嘉獎列入刑事警察之資績計分，卻無法呈現在刑事警察

的績效上，反之，行政協助若有蒐證之需求，仍需要刑事警察到場協助，員警

直呼「白做工」。回歸學理分類，行政警察之資績計分為定期、量化的例行性

績效資訊，而對於刑事警察而言，其在行政協助業務中蒐證卻無法反映在資績

計分上，成為一種人員與管理者之間僅能以觀察得知的質性非例行性績效資

訊，佔據刑事警察人員辦理案件以及其他例行性績效業務之時間與人力，成為

跨組織層級與類科的排擠效果。此為不同類科員警承辦行政協助獲致不同類型

績效回饋之現象。而至於相同類科人員之間，行政協助排擠本業也基於特定行

政協助業務所釋出的誘因高時，人員基於追求資績計分而將精力花費在「偏

門」、「非本業」的行政協助業務上，成為績效制度下的理性選擇，然而對於

堅守警政專業，認為職責應為受理與處理案件之行政警察而言，同儕追求行政

協助業務期間累積功獎，是為例行性績效資訊，而相對的，受理案件若無破

案，本身並無法轉換為人員績效，而處理案件相對於「CP 值高」的行政協助，

成為主管僅被動接收的非例行性績效資訊。這樣的落差加深人員之間的相對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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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感，也凸顯出，警察人員之辛勞本身在量化為王的績效管理主流之下，想獲

得「等值」的回饋是困難的。 

  最後，在結果面，本研究以績效悖理呈現警察績效制度流於形式之結果。

而令人不勝唏噓的是，受訪者紛紛表示對績效考評制度的無力感，顯然這個制

度已經與人員感知的績效脫鉤，而行政協助業務彷彿是一面照妖鏡，一方面，

反映出基層員警本業的辛勞難以透過警政本身指標呈現，另一方面，當行政協

助正好提供優渥獎勵時，抓住得來不易的橄欖枝成為最佳理性選擇，然而並非

所有行政協助皆提供獎勵誘因，派出所行政警察面臨包山包海的業務，唯命是

從方能符合來自上級、社會大眾對於人民褓母的期待。蘇偉業（2009）指出的

績效悖理類型之一「唯利是圖」，似乎最能和誘因驅動的行政協助業務所呼

應，惟在實務上僅限於派出所層級之行政警察。在人員對業務安排控制感低落

的我國警政環境下，此為必然結果。警政自身策略目標在蜂擁而至的期待下錯

置。 

第三節   理論與實證之對話 

  回到本研究兩大層面的研究問題。首先，基層官僚之特性使染導致的績效

行為，過去文獻顯示背後是哪些因素所致？以及在實務面，行政協助作為一個

非例行性的績效業務，如何干擾我國警察人員執行本業？本研究在方法以及章

節的安排上皆為凸顯理論以及實證之間之對話，指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第一

個特性，「非在組織計畫或安排內」，其在警察人員作為基層官僚，實務上的

行政協助業務對應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對警察人員既有工作資源之排擠並且負

向助長了績效悖理行為。本節旨在綜整本文在理論爬梳以及實證訪談之兩大研

究途徑下，呈現過去基層官僚與績效相關研究所指出的基層官僚負面績效因子

在我國警察人員之制度環境下，大抵上是層層相應，如以下表五-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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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 本文理論與實證結果對照表 
邏輯模型 概念 

理論面 
績效行為因子 

實證面 
績效行為實例 

投入面 

目標模糊 
目標方向模糊 
目標排序模糊 
目標評估模糊 

• 行政協助以目標方向模糊性
納入警察業務 

• 行政協助實質上未必有助於
政策目標達成 

• 干擾本業，仰賴專業認知判
斷次序 

資源不足 
制度缺乏 
人力缺乏 

• 直接排擠派出所員警案件處
理資源 

• 專案人員？應付專案績效需
求，排擠派出所「勤務」本

業 
• 行政協助的跨機關專業本質 

過程面 

政策異化 
角色衝突 
政策無力感 
政策無意義感 

• 行政協助業務內容不符警察
認知本業 

• 基層自主性低，主管以差勤
表控管 

• 基層刑警需到場蒐證，但無
助於行政協助業務 

應付行為 
例行化提供服務 
限額提供服務 

• 擠壓工作資源，難兼顧本業 
• 養案、拖案 
• 無法延伸案件 
• 犧牲案件辦案品質 

產出面 績效落差 
非例行性績效業務 
非例行性績效資訊 

• 行政協助業務分配未適才適
所 

• 投入高誘因行政協助 
• 權責區分下刑警做白工 

結果面 績效悖理 

誤導視聽 
隱惡揚善 
捨難取易 
弄虛作假 
唯利是圖 

• 對辦案品質妥協 
• 專注在高誘因的行政協助、
核分制度、專案 

• 口罩/路燈巡佐、拖案、養
案 

• 家戶訪查資料造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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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政策反思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在理論上，以基層官僚作為研究警察行政協助業務之理論視角，與

績效研究結合，並將行政協助對應至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學理概念。藉由文獻

的爬梳，以「投入」、「過程」、「產出」、「結果」之邏輯模型（Hatry, 

2006）作為架構，系統性的解釋理論上非例行性績效業務如何助長基層官僚的

目標錯置行為。承續本文前章所呈現的實證訪談研究發現以及與理論之對話，

本文作為非例行性績效資訊及績效業務、基層官僚績效行為之研究上有若干突

破，以下逐一敘述。 

  首先，本文在實證上區分組織層級與不同類科的基層官僚，行政、交通以

及刑事警察，其各自承接不同的例行性績效業務。同時，行政協助作為非本業

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也致使不同類科、層級的警察人員受到不同程度的干

擾。進而，這種干擾是跨越組織階層以及職務類科的，主要承接行政協助的派

出所層級行政警察人員因行政協助之干擾，排擠處理與受理案件之本業資源，

派出所作為實質上的第一線，因爲與民眾互動最接近的特質，不論在行政協助

業務本身的初始分配、執行以及影響，皆主要發生在第一線。而分局刑事警察

同樣為廣義的第一線基層官僚，因行政與刑事職務區分作為「第二線」，在行

政協助業務上，因業務的蒐證需求到場參與行政協助，卻排擠刑案本業的工作

資源，而這種排擠因為刑事案件處理流程時程規定緊迫，造成的干擾間接卻具

體，主要的干擾產生在刑案品質上；消極面上，辦案蒐證的完整度影響嫌犯是

否能夠脫罪，犧牲被害民眾權益；積極面上，刑事警察在行政協助排擠時間以

及制度本身的壓力下，無法延伸案件，找出更多被害人，維護噤聲的民眾權

益。然而弔詭的是，在追求破案率的警政績效制度下，行政協助排擠的案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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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隱形於現行制度下。在刑事局層級的刑事警察所受到的影響是最低的，體現

在與分局聯合辦案時，行政協助帶來的資源擠壓助長了既有專案期間的壓力，

使得合辦的案件受到延宕，因員警在衝突的制度邏輯下，被迫優先處理通常具

緊急性與議題性的行政協助業務以及專案期間內要求的特定案件。 

  將實證發現回歸檢視理論概念，本文呈現出行政協助業務藉由公共服務的

目標模糊概念當中，方向模糊使其進入警察業務範圍，又同時透過排序與評估

的模糊擠壓緊張的警政公共服務落差，而資源不足的情形則主要落在人力上的

缺乏，以及執行行政協助業務時的制度缺乏，與過往文獻的個案相比，政策即

興（Campos & Peeters, 2022; Masood & Nisar, 2022）的靈巧運用在高度重視服從

以及執法工作上恐怕難以見得，此為本文以跨類科、階層之警察人員作為基層

官僚研究個案為過去研究增添之進展之一。 

  行政協助作為非例行性績效業務，除在學理定義上，臨時性、內容與時間

間之不可預期性、有正式或非正式管考之特徵，行政協助因跨機關本質，本身

即具有「非本業」之特質，此為本文不同於過去警政研究之關注要點，而與基

層官僚文獻對話，非本業之特徵在人員的認知層面上助長其政策異化，即便政

策異化已經存在於警察本業當中，行政協助的湧入偏離警政專業，的確深化體

制下的無力感、無意義感以及角色衝突，當中以政策、組織管理以及專業的衝

突最為突出。而間接影響到行為層面的應付，員警在績效壓力下與民眾之間的

關係疏離，具體的在案件受理與辦案過程中，以限額提供服務以及例行化之應

付，然其應付行為可能不在直接面對民眾之現場做出，與 Tummers 等人

（2015）並非完全吻合。更具體而言，Tummers 等人（2015）將認知以及行為

應付、在互動過程中與否切割成四個象限，但以我國警察人員作為個案研究，

則可見基層官僚的應付方式呈現認知與行為交互影響，例如，警察人員在執行

行政協助的過程當中對政策目標異化、懷疑，而同時因資源的困窘限額提供服

務，即同時發生認知與行為的應付以及分類中分屬互動過程內外的應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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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當中的產出與結果面呈現了不同專業的警察人員在執行非本業的

行政協助，產出的績效資訊分屬例行以及非例行，在行政警察、交通警察的資

績計分制度中，具有獎勵誘因的行政協助業務可透過記獎方式成為例行性的績

效資訊，沒有獎勵者則否。而刑事警察則是無法將蒐證工作轉化為正式的績效

資訊，進一步而言，刑事警察的出動背後意涵回應其對於請求警察之正當性背

書，為了廣泛的任務目標連結而為之，對於基層員警而言更是加深其政策無意

義感。而最終的結果面，實為前述的總和，本研究詮釋了行政協助在流於形式

的警察績效制度當中所扮演的催化角色。「口罩巡佐」、「路燈巡佐」確實為

績效制度下的實務現象之一，然其為前述個階段導致警察之所以偏離本業的制

度性「補償」，回應蘇偉業（2009）指陳的「捨難取易」、「唯利是圖」。然

而，以警察執行行政協助業務為個案，來自非本業及本業的衝突性績效壓力，

或許，對基層人員而言，透過有機會記獎行政協助的業務累積資績計分確實是

「取易」了，但捨去的卻是對警政本業的妥協。行政協助偏離本業，並侵蝕著

警察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試圖彌補過去研究之不足，惟仍有若干限制。理論上的限制受限於

過去基層官僚研究的個案特質，因不同文官制度、基層官僚種類之制度脈絡不

同，個案研究為大宗，現存研究仍在理論通則化的路徑上努力，本文之理論基

礎在缺乏相似制度環境的研究之下尚顯薄弱。晚近研究 Harvey 與 Attwell

（2022）同為基層官僚研究，在脈絡上同樣以非本業的基層官僚業務作為個案

研究之旨趣，惟本文以警察人員為研究對象，其工作性質本身即為強制性之執

法工作，在發現上對話空間較小。但本文亦增添了對於基層官僚之專業界線上

之關注，期待後續研究對此更深入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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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實證上的限制受限於受訪者樣本之限制。在受訪者上以行政、交

通、刑事作為立意抽樣的區別，雖基層官僚理論上的支持較為薄弱，然本文作

為應用於警察人員之初探性嘗試，部分回應張佳璇、胡龍騰（2018）之研究成

果，組織層級以及人員職責之劃分差異對於人員面對例行性與非例行性績效業

務有所差異，15  行政、交通與刑事之專業劃分確實導致各自在行政協助業務上

的角色、功能、行為及影響。同時，在受訪者樣本數上稍嫌不足，確實在時間

以及社會資本之下之限制，而本文因應在受訪者招募困難的情況下，邀訪不同

類科、組織層級、轄區之人員，為本文為取得較具代表性之資料之努力。而受

訪者普偏年資較淺亦為找尋受訪者過程中屢次受到資深人員拒訪之結果。然在

理論上，本文透過系統性文獻分析爬梳基層官僚之績效行為因子，提供後續研

究擴大研究範圍，以較大樣本之深度訪談、量化研究之基礎。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分理論面與實證面。首先，本文之核心概念「非

例行性績效資訊」以及「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理論觀點相同之文章相對稀少，

有待來者進一步爬梳社會科學領域是否有相近視角，但因用字遣詞、領域之差

異造成本文未予以回顧者。在方法上，本文作為嘗試性的研究，試圖以文獻的

梳理以及實證訪談理出能夠探索基層官僚在充滿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環境下，

導致其績效行為之前因後果，然就不同理論視角，邏輯模型作為一種階段論的

架構，固有其侷限，例如公共政策理論中亦有反階段論者，期許後續研究能進

一步優化此架構，例如以書目分析進行系統性文獻分析、進行更大樣本的深度

訪談、進行行政協助之量化問卷調查，提供更完整的實證資料。抑或是跳脫警

 

15  然而以本文個案而言，警察勤務本身即具「急迫性」，與張佳璇、胡龍騰（2018）相較而

言，主管對於業務之重視程度（排定差勤表內容）以及基層官僚專業認知（影響民眾權益之

程度）為以警察作為個案研究所得到不同於一般常任文官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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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員或是行政協助的脈絡，以不同視角、個案分析基層官僚在非例行性績效

業務下之績效行為，持續深化或探索非例行性績效、基層官僚績效行為之多元

性。 

第四節   政策反思與建議 

  本文以研究發現之基礎提出四點政策反思與建議，盼能作為理論與實務問

題當下的折衷作法，提供各界人士參考。 

壹、盤點基層員警勤務內容並核對組織策略目標 

  面對公共服務需求日益提升之治理環境，民眾對於警察角色之需求隨之改

變，體現在前述為民服務勤務之中。而 2020 年起新冠疫情肆虐等大環境的迅速

變遷一再地考驗政府的回應性，尤其是身處第一線之警察機關，更深諳回應性

之重要。警察勤務隨著環境變遷而改變，反應出民眾最真實迫切的需求，而績

效指標往往趕不上該變化，亟需盤點基層員警之勤務內容並且強化主管與屬

員，甚至是跨機關之溝通，促進組織對於執行業務目標之理解與認同，即目標

校準之內涵。此有兩層意涵，消極意義上，能防止指標弱化以及其後所致績效

悖理與非預期行為，16  積極意義上則能幫助政策推動之品質。 

  惟本研究之最終目的並非僅在指認警察業務之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甚至視

其為必要之惡，亦非追求一套包山包海的績效指標制度。指標本就無法涵蓋全

部的業務，且過度的指標化反而徒增管理上的負擔（van Thiel & Leeuw, 2002; 胡

 

16  如前述因多重績效業務壓力犧牲辦案品質，亦或是執行上缺乏溝通，形成家戶訪查成為「假

資料大賽」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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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2017；張佳璇、胡龍騰，2018）。17  本文之立場為，將非例行性績效資

訊作為縮小績效落差以及更嚴重的指標弱化之工具。以非例行性績效資訊之視

角而言，正式管考之外的績效資訊本身即有對於管理者決策之影響力，由此而

言，指標化並非唯一解，相反地，本文在前章實證上也點出績效悖理行為出自

正式管考之問題，以此作為對績效指標以及現行制度之反思。 

貳、參考輔警制度，落實補充性原則 

  針對行政協助氾濫現象，學界多呼籲應參照德國法，落實警政行政協助之

「補充性原則」（鄭羽軒，2015），如德國行政機關遇牽涉到刑事偵查相關業

務始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執行。然而我國警察「人民褓母」之形象以及角色功能

並非一時，而是遠自日治時期以前之文化脈絡延續。況且，各機關之第一線執

行人力缺乏亦為事實，即便警力不足確為事實，但已經成為相對較能支應各行

政機關業務所需的執行人力。而本文認為民眾需求以及公共服務基層人力不足

之問題皆不應忽視。其實，在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社會資本豐盛

的我國亟具發展輔助警察制度之潛力。現有義警、義消、守望相助隊，甚至是

額外提供資源獎勵的各地區警友會，皆為民眾自發性組成，人力雖仍缺乏完整

的教育訓練與相關人事制度支持。其他國家，如新加坡，紛紛發展輔警制度，

運用輔助警察，將警察職務部分委外、外包等方式減少警察勤務負擔，並助其

專注在新型態犯罪偵查等業務上。更甚者，在輔助警察公司提供薪資亦作為擔

任輔助警察之誘因（黃俊樹、李宗勳，2019）。國內學者亦鼓勵輔警制度為我

國可發展之方向，讓更多的正規警察能調往外勤第一線，專注於執法性的工作

（朱金池、洪光平，2015）。本文從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為切入點，檢視我國警

 

17  胡龍騰（2017）指出，績效指標之設立存在反功能效應，包含引導組織成員認為「有指標的

才是重點」的消極信念，誤以為只有訂指標的面向才是需要努力之處，其餘大可忽略，因而

產生目標錯置的誤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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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績效制度下，績效之評量、管理功能與來自刑事局、分局、派出所之警察人

員業務之真實績效業務樣態及制度下引導的人員行為，亦證明了我國發展輔助

警察制度之必要性與急迫性。 

參、重視派出所所長的職能評估並優化行政協助業務分配 

  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概念發展基於利例行性業務之人員管理、業務規劃、

應付突發事件能力之職能評估（Waller, 1999; Burtscher et al., 2010; Mihaylov & 

Tijdens, 2019; Pellegrin et al., 2021; Braithwaite & Sprague, 2021）。雖本研究以基

層員警作為研究對象，但績效制度作為主管領導統御之工具，其規劃與設計影

響的不僅是基層人員，中階管理者亦為受考者。而派出所所長職位之工作內容

牽涉政策規劃等管理工作，卻無特定的管考標準，需仰賴「揣摩上意」來判斷

本身專案規劃之良窳，實為尚未制度化但需要透過績效考評、管理促使學習之

面向。而此需求在基層所長要求為巡官，即警察特考三等初任人員即符合任用

要求，然在非例行性績效業務湧入、專案壓力延伸至派出所，派出所儼然為

「小分局」的現況下，當今派出所又面臨取才困境（蕭建宏，2019）凸顯基層

主管之職能管理為需吾人關注之管理缺口，此現象行政協助業務氾濫的當下恐

怕越演越烈，在警政教育以及管理職能訓練的階段應被重視。 

  行政協助在「非例行性績效業務」之視角下，與其他警政業務相對而言，

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其非在年度計畫內，核對實務現象換句話說，即「非本業」

之業務性質，與警察專業不吻合的業務湧入警察的日常中，使其專業與工作內

容脫鉤。以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為對於人力資本的不效率配置。行政

協助業務將警察人力視為均質，並且忽略其本身長才，乃自警察考試分發制度

開始的病態。而本文將焦點置於行政協助業務上，則觀察到該類業務其實在實

務上能夠透過直屬長官對人員之專長認識，分配至與專長、經驗較為相符的行

政協助業務上。例如，本文之受訪者則因長官得知其外語專長，反而能透過世



doi:10.6342/NTU202303225

 
84 

大運時行政協助業務上一展長才，此或為實務上警察機關面臨其他行政機關人

力不足時，可參考有助於業務推動之折衷作法。 

肆、善用非例行性績效資訊強化社區警政治理效能 

  最後，社區警政與轄區連結為各界所重視，且扮演治安維護之要角，甚至

在疫情當下，警察人員扮演政府應付危機的第一線（洪俊瑋等，2023），仰賴

警察與地方之連結。但管考上卻受限於量化考核之過度簡化，警民互動品質為

當前績效評估所忽略，若以質性回饋作為考評依據，將更能縮短我國警察人員

實務工作與績效考核之落差，並落實社區警政之美意。換言之，即便行政協助

業務作為警察之非例行性績效業務，當中的績效資訊仍應作為考評之依據，不

應單純簡化為功獎數、提供誘因，而是透過主管人員的觀察、基層人員的回

饋，與相關主政機關回饋第一線執行情況，作為由下而上政策執行觀點的非例

行性績效資訊，再加上主政機關之政策工具為警察行政協助的執法依據，方能

在跨域治理需求益增的現代公共行政中尋求公共服務落差之下的折衷。 

  本文以基層官僚觀點建構我國特有的行政協助制度，在警察人員為主要執

行機關的環境下，理論以及實務面的不樂見結果如何產生。吾人實然不能否認

警察人員透過行政協助，連結各行政機關之人力缺乏問題，扮演第一線的功

臣，然而實務面已經有些問題浮現，亟需各界對於此問題之關注。本研究現階

段之成果不足稱作貢獻，謹期盼對於此議題的梳理能喚起更多的，不論對於非

例行性績效觀點之理論關懷抑或是對行政協助之實務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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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度訪談題綱（個人） 

警察人員績效制度研究 深度訪談題綱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林威妤 
一、研究目的與背景說明 
本研究以警察人員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探究警察作為直接對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一線官

僚角色，其角色既承主管機關、所在縣市首長之意向，又同時面對民眾之需求，績效業務可

謂來自四面八方，其中紛雜的業務下現況下如何融入績效管理制度之下，以真實衡量基層員

警日常的辛勞。 
以法規而言，警察法第 9 條：「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一、發佈警察命令。二、違警處分。
三、協助偵查犯罪。四、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五、行政執行。六、使用警械。七、

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

外事處理等事項。八、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警察人員業務可說是包山包海，此外又必須

承接其他機關需求的行政協助事項。因此，筆者好奇現行績效制度是否能夠完整呈現基層員

警之日常績效？抑或是，存在一部分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既不在原定工作項目內，又

通常為急迫的業務，例如：台北市政府基層同仁需處理湧入的 1999市民熱線、媒體訪問等業
務，而以上皆不在原定工作內容，而是歸類在所謂的「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依照張佳璇、

胡龍騰（2018）的研究，這些非例行性績效業務通常為臨時性、帶給同仁莫大壓力，重要性
不亞於例行性業務，但又未反映於個人績效中，形成績效考核的缺口，然目前我國尚未有其

他延伸研究針對基層官僚討論，欲透過此研究填補該缺口。 
 綜上，筆者希望能透過深度訪談釐清現行警察人員績效制度，包含記點制度、專案考績、
行政協助之相關管理措施，進一步探究績效制度的衡量與真實工作績效之間是否存在缺口，

即非例行性績效業務。更甚者，當員警同時面臨不同業務如何取捨，背後的選擇邏輯為何，

是否因績效制度之設計而產生排擠效果？ 
二、訪談題綱 
（一）請問就您的觀察，現行警察績效制度如何運作？ 
（二）你是否認為該制度所包含之績效指標、考核項目已完整涵蓋您的日常工作績效？原因

為何？ 
（三）在您的工作中是否存在非預先指派、計畫內的業務？通常發生在什麼樣的情境下？ 
（四）您是否能夠依循當前績效制度清楚的將各業務排定優先順序？通常較重要、花時間心

力的業務是否也較能反映在您的考績結果上？ 
（五）請問您是否認為有時各個績效目標是難以兼顧的？您通常如何取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001&fl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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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度訪談題綱 

（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警察人員績效制度研究 深度訪談題綱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林威妤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參與本研究，以下為本研究之問題脈絡說明，希望能使受訪者了解本研究之關懷 
一、研究目的與背景說明 
本研究以警察人員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探究警察作為直接對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一線官

僚角色，其角色既承主管機關、所在縣市首長之意向，又同時面對民眾之需求，績效業務可

謂來自四面八方，其中紛雜的業務下現況下如何融入績效管理制度之下，以真實衡量基層員

警日常的辛勞。 
以法規而言，警察法第 9 條：「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一、發佈警察命令。二、違警處分。
三、協助偵查犯罪。四、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五、行政執行。六、使用警械。七、

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

外事處理等事項。八、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警察人員業務可說是包山包海，此外又必須

承接其他機關需求的行政協助事項。因此，筆者好奇現行績效制度是否能夠完整呈現基層員

警之日常績效？抑或是，存在一部分的「非例行性績效業務」，既不在原定工作項目內，又

通常為急迫的業務，例如：台北市政府基層同仁需處理湧入的 1999市民熱線、媒體訪問等業
務，而以上皆不在原定工作內容，而是歸類在所謂的「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依照張佳璇、

胡龍騰（2018）的研究，這些非例行性績效業務通常為臨時性、帶給同仁莫大壓力，重要性
不亞於例行性業務，但又未反映於個人績效中，形成績效考核的缺口，然目前我國尚未有其

他延伸研究針對基層官僚討論，欲透過此研究填補該缺口。 
 綜上，筆者希望能透過深度訪談釐清現行警察人員績效制度，包含專案考績、行政協助

之相關管理措施，進一步探究績效制度的衡量與真實工作績效之間是否存在缺口，即非例行

性績效業務。其中，當員警同時面臨不同業務的衝突時如何取捨，是否因績效制度之設計而

產生脫離組織目標的引導效果？ 
二、訪談題綱 
（一）請問就您的觀察，您是否認為該制度所包含之績效指標、考核項目已完整涵蓋警察人

員的日常工作績效？績效指摽是否扣合組織目標？ 
（二）請問就您的觀察，警察人員業務中是否存在不可預期、非預先指派、計畫內的業務？

通常發生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是否與人員所在機關層級與類科、轄區有關？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001&fl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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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您的觀察，請問您是否認為警察人員普遍能依循當前績效制度清楚的將各業務排定

優先順序，而通常較重要、花時間心力的業務是否也較能反映在考績結果上？相反地，員警

勤務、專案業務以及行政協助，在人員負擔能力與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是否有所衝突，甚至

互相排擠？ 
（四）跨機關協助在當今政府運作中相當常見，同時卻也對與民眾互動緊密的警察機關造成

業務負擔。請問就您的觀察，有哪些問題是能透過績效制度解決的？在警力不足的情況下，

輔警制度（例如義警、義消）的發展是否能有所助益？ 




